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 殭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by LIU, Yee Man, Mandy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2014
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 殭
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Yee Man, Mandy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s_etd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Recommended Citation
廖綺雯 (2014)。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 殭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s_etd/20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殭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廖綺雯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四年
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殭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廖綺雯
此論文為文化研究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之部份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四年
論文撮要
重讀八、九十年代的「恐怖喜劇」：殭屍電影與香港後殖民
廖綺雯
哲學碩士
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期」，電影的類型也可說是「百花齊放」，當中包括
了一批以「殭屍vs. 道士」為結構的電影，並廣受歡迎，直到九十年代初衰落。本論文就是
以這批電影為研究對象，先借助電影研究中的類型研究的框架，從體裁說明這批電影本身
就能自成一個類型／次類型──「恐怖喜劇」，繼而集中分析殭屍和道士這兩個主要角色，
並指出這批電影其實是呼應著香港後殖民處境複雜的中港關係。
本研究提出電影中的殭屍和道士都是來自中國的「他者」，而且帶有不同程度的「怪物
性」，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與「他者」的權力結構和張力。本文借用了後殖民研究
的「我──他」框架以及怪物研究的「怪物性」概念，進一步解讀殭屍和道士的獨特性。最
後，本文提出整個類型其實是以香港為本位，透過「馴化」殭屍和「吸納」道士來處理不
同「中國他者」所引起的情緒與張力，並在流行文化中實現了中港融和的幻想。
關鍵詞：「恐怖喜劇」、後殖民、「自我」與「他者」、怪物、「怪物性」、「他者
性」、「馴化」、「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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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1985年，中英雙方落實《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正式進入長達14年的回歸過
渡期。同年，劉觀偉1執導的《殭屍先生》掀起盛極一時的「殭屍熱潮」，2這
股熱潮到九十年代初逐漸衰落。殭屍電影在回歸過渡期興起，也曾引起過討
論，但繼而衰落，這現象實在引人注意。市政局在1989年出版的《戲園誌異
－香港靈幻電影回顧》(Phantoms Of The Hong Kong Cinema)是目前可以找到
的相關專題文獻，書中收集了八篇影評人對香港「靈幻電影」的評論，3當中
有一半論及香港的殭屍電影。4雖然主題式的討論對了解殭屍的起源、傳說、
與吸血鬼的差異有一定幫助，但是對於電影類型的特色往往缺乏深入的討
論。關於殭屍電影，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包括這些電影的類型界定以及其
與香港獨特的「回歸」語境的關係等。若我們重新閱讀殭屍電影，首先要問
的是：這些電影是否自成一個類型／次類型(genre/sub-genre)？若是，這個類
型／次類型有甚麼區別特徵？最後就是為甚麼這類電影在八十年代中特別受
歡迎，而過後衰落？
這些疑問觸發了筆者的研究動機。因此，筆者擬就殭屍電影作一專題探討。
接下來的部分主要分為兩節，筆者在第一節中會先整理有關香港殭屍電影的
文獻，從殭屍的原有性質和電影類型兩方面來界定殭屍電影的類型歸屬；第
二節則是討論殭屍電影的研究價值，然後借用後殖民的視點來討論這類電影
與香港的關係。事實上，已經有學者(如Ian Hunter和Dale Hudson)從後殖民的
1
1 劉觀偉(1949-)，導演，生於香港，曾任日藉攝影師西本正的攝影助手，首部執導電影作品
為《無招勝有招》(1978)。
2 《殭屍先生》在香港的票房超過二千萬(有關八、九十年代殭屍電影的票房收入見附件一)，
同時在日本、台灣也廣受歡迎，片中飾演茅山道士的林正英更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
配角」。然而，在一個訪問中，劉導演卻直接指出《殭屍先生》的成功是意料之外：「票房
沒有二千萬的話就必定虧本。除了許冠英，其他演員都沒有知名度，加上的是導演新丁，二
千萬票房簡直是做夢。」見邱淑婷[著，訪問]，《港日影人口述歷史：化敵為友 》，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c2012，頁35。
3 李焯桃就指「靈幻電影」其實是一個「權宜杜撰的名詞，意謂一切以鬼怪、迷信或科學無
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為題材的電影」，焦點是「主題探討而非類型研究」，見《戲園誌異－
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港：市政局，1989，頁8。
4 包括石琪的＜遊蕩的幽靈－談十年來的香港電影＞、澄雨的＜香港鬼怪電影札記＞、吳昊
的＜屍變：香港殭屍電影的「跨文化」接觸＞、張建德的＜法師與舌頭－功夫恐怖片初探＞
和余慕雲的＜香港「鬼怪片」雜談＞。
角度探討香港其他的「殭屍電影」。5但是他們討論的並非筆者所指的殭屍電
影──一個以「殭屍VS.道士」為結構、混合了殭屍、道術、功夫、恐怖和喜
劇的地道港產類型／次類型，而是以西方吸血鬼電影為藍本的改編電影。
1.2 殭屍電影的文獻回顧與類型界定
目前關於殭屍電影的類型界定，影評人大致有三類說法：
1、傾向將殭屍電影視為由鬼怪／功夫片發展出來的喜劇類型，例如吳昊認為
這些電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屍還魂」；6羅卡將殭屍電影視為加入了鬼怪成份
的功夫喜劇；7而李焯桃則指這些是鬼怪喜劇。8
2、指出了電影具有不同的類型特色，但未視之為一個獨立的類型，例如澄雨
就只是指出「洪金寶的《鬼打鬼》及午馬的《人嚇人》便是功夫片和殭屍片
的混合體。劉觀偉的『殭屍先生』系列是恐怖加喜劇……」，9但未有更深入
的討論。
3、嘗試將類型與香港八十年代充滿危機感的語境結合，例如石琪認為中國是
當時的危機來源，而殭屍片是最富中國傳統色彩的鬼片之一，身穿清裝的殭
屍就好比來自大陸的鬼怪，呼應當時香港人的「恐共」心態。10
然而，這三類說法都沒有提出清楚的類型界定，且各有其不足之處。第一類
2
5 在這裡，殭屍電影特別加上了引號，原因是兩位學者所選取的文本其實都是以吸血鬼為藍
本的「殭屍電影」，如Ian Hunter討論的是1974年英國咸馬公司與香港邵氏合拍的《七金
屍》，而Dale Hudson所分析的三個文本則是《一眉道人》(林正英，1989)、《一咬OK》(冼
杞然，1990)和《殭屍醫生》(陸劍明，1990)，其實都是改編自西方的吸血鬼故事，而非本研
究中以傳統「道士VS.殭屍」為結構的殭屍電影，故有必要作區分。而有關這兩篇文章的一
些討論觀點，筆者稍後會在本章作回應。
6 吳昊，＜屍變：香港殭屍電影的「跨文化」接觸＞，《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
香港：市政局，1989，頁24。
7 羅卡，法蘭賓著，《香港電影跨文化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74。
8 李焯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潮流與意識初探＞，洗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
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頁294-303。
9 澄雨，＜香港鬼怪電影札記＞，《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港：市政局，
1989，頁17。
10 石琪，＜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成就感和危機感＞，《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西方電影比較
研究》，香港：市政局，1989，頁16。
的劃分視殭屍電影為功夫片／功夫喜劇的附屬類型，其實是集中了在這些電
影與功夫／功夫喜劇的相同之處，忽略了其相異之處，例如電影中的恐怖元
素。同時，第一類的討論往往會忽略這些電影與香港語境的關係。第二類的
說法只是指出了殭屍電影的特色，但未視之為一個獨立的類型並仔細分析其
構成的特徵。而第三類說法雖然嘗試將類型與香港的語境結合討論，但卻過
分聚焦在殭屍恐怖的一面，未有留意這個角色的轉變(從恐怖到可以並存)以及
結合其他角色作討論，有以偏概全之嫌。更重要的是，為何清朝的殭屍被置
換成「恐共」的符號？這樣的解讀何以能夠成立？雖然要解讀這些電影並不
能夠脫離八十年代香港特殊的社會語境，但是完全將香港人的恐懼視為「恐
共」或對中共的反抗，則完全落入了中港為二元對立的邏輯思維中。筆者要
提出的是，電影中呈現的恐懼是來自文化層面的「前現代」中國，而非政治
意義上的中國。不過，從香港人的角度，不論是「前現代」的中國或政治中
國，兩者都是落後、不文明、可怕的，才令這樣的誤讀在表面上得以成立。
事實上，當我們仔細地分析文本，就會發現電影這樣的策略性安排是有意迴
避當代的中國歷史，以滿足一種保守、維穩的慾望(詳見第三、四、五章)。
1.2.1 殭屍電影研究回顧──兼論殭屍的性質
香港以殭屍為題材的電影早在戰前已經出現，11不過電影史學家余慕雲就認為
當時的這類電影沒有太大特色，而七十年代亦出現第一部發行全世界的合拍
「殭屍片」──《七金屍》(Roy Ward Baker，1974)，但是票房並不理想。
121979年，劉家良就製作了《茅山殭屍拳》，將功夫和「湘西趕屍」的傳說結
合。八十年代初，洪金寶利用殭屍不死、驚嚇的形象和電影特技，將功夫和
恐怖進一步混合，拍了《鬼打鬼》(1980)等電影。八十年代中開始，殭屍電影
進入高峰期，《殭屍先生》以恐怖和喜劇作噱頭取得成功，13在日本、台灣14
3
11 有關30-70年代以殭屍為題材的電影可參見附件二。
12 余慕雲，＜香港「鬼怪片」雜談＞，《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港：市政局，
1989，頁75。
13 當年的香港版預告中更標明「殭屍先生是一部諧趣驚險之驚喜劇」， 2012年12月7日點
擊。 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cvzKY1870 >
14 當時台灣也出現了跟拍殭屍電影的熱潮，電影如《殭屍小子》(1985，趙中興)、《哈囉殭
屍》(1987，王知政) 和《驅魔道長》(1993，午馬)等都是台灣生產的殭屍片。
也十分受歡迎，直到九十年代初開始沒落，15轉而在電視上出現。16近年，也
有觸及類似題材的電影，當中的殭屍想像也有所變化，在此不贅。17
針對香港殭屍電影的研究就有Ian Hunter和Dale Hudson，他們嘗試從後殖民研
究的角度來討論他們理解的香港「殭屍電影」。Hunter針對的是1974年英國咸
馬公司(Hammer Production)與邵氏公司(Shaw Brothers)製作的合拍片《七金
屍》(Roy Ward Baker)。《七金屍》講述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借中國法
師的身體來到一個中國小鎮濫殺無辜的故事，最後由來自英國的吸血鬼學者
Van Helsing(Peter Cushing飾)親手將之消滅。Hunter認為吸血鬼就是比喻西方
的殖民者，而由Van Helsing來消滅吸血鬼更是強化了東方的弱勢和低劣
(inferiority)，並必須西方的拯救。而咸馬公司將這樣的殖民的故事透過吸血鬼
來呈現，其實是展現了一種西方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然而Hunter的分析只是
集中對吸血鬼一角的批評，忽略了另一個同樣是代表殖民者的角色Van 
Helsing。在Bram Stoker的小說中，他既是學者，亦是廣為人知的吸血鬼獵人
(vampire hunter)，而流行文化更是反覆強調他作為吸血鬼獵人的身份，
Stephen Sommer執導的電影Van Helsing(港譯《狙魔人》，2004)就是其中一
例。不同的是當這位學者在《七金屍》中出現，他卻成為了一名來自西方的
「東方學者」(orientalist)。雖然作者有注意並批判電影刻意安排Van Helsing拯
救東方的呈現，然而對於由他來教授東方的殭屍傳說、以他作為全部的知識
來源，這種呈現其實是進一步將東方「物化」、簡化為一個研究、知識的對
象，作者卻刻意避而不談。事實上，這種充滿「東方主義」的意識其實也一
種殖民暴力，卻在電影中成為正義、救濟的力量，Hunter更視他是一個提供
4
15 在這段期間，市場上湧現各式各樣的鬼怪「恐怖喜劇」，也不一定全部都論及殭屍。例如
《猛鬼差館》(劉鎮偉，1987)、《猛鬼學堂》 (劉鎮偉，1988)、《驅魔警察》(董瑋，1990)、
《殭屍醫生》(陸劍明，1990)、《一咬OK》(冼杞然，1990)等都是以吸血鬼為藍本的電影。
《屍家重地》(1990，劉鎮偉)、《生化壽司》(葉偉信，1998)則改編喪屍故事。而《一眉道  
姑》(陳誌華，1990)、《捉鬼闔家歡》(錢月笙，1990)、《妖怪都市》(袁祥仁，1992)、《湘
西屍王》(袁祥仁，1993)等都是混合了不同的鬼怪想像。
16 亞洲電視在分別在95、96年製作了由林正英(1952-1997)主演的《殭屍道長一》(楊紹鴻監
制) 和《殭屍道長二》(蕭鍵鏗監制)，但林正英在97年，當時亞視正打算開拍第三集時因肝癌
逝世，終年44歲。後來，亞視在98年製作了《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系列，一共三輯，劇中不
但出現殭屍，也混合了佛教的傳統、西方吸血殭屍、日本鬼怪等的神話故事和想像。而無線
電視也分別在93、96年推出《大頭綠衣鬥彊屍》(監製李添勝)和《殭屍福星》(監製莊偉建)。
17 2002年徐克以殭屍為題材拍攝了恐怖片《殭屍大時代》。後來的《千機變》(2003)和《千
機變2花都大戰》(2004)，但是內容主要都是改編吸血鬼故事。而以殭屍為旗號的就有《殭屍
新戰士》(羅守耀，2010)和《殭屍》(麥浚龍，2013)，不過無論是題材、類型、風格等都與傳
統殭屍片有所差距。
道德支援的角色，18變相將他代表的殖民暴力合理化。同時，Hunter完全忽視
這部電影在香港的語境下是怎樣被接收和解讀，並簡單地認為香港後來的殭
屍電影都是承接《七金屍》，這樣的處理其實很容易造成誤解，也誇大了
《七金屍》的影響。19無疑，殭屍電影對西方吸血鬼傳統有一定的挪用、吸
納，甚至融合了喪屍的想像，20並與中國傳統的神話、道法想像所結合。正如
吳昊所言，香港的殭屍是一種「跨文化」(cross cultural)的現象。21然而，這個
「跨文化」產物所處理的卻是相當在地、本土的後殖民問題(筆者會在後面各
章就此作詳細討論)。
另一位學者Hudson則集中討論三部89年後生產的「殭屍電影」，分別是《一
眉道人》(林正英，1989)、《一咬OK》(冼杞然，1990)和《殭屍醫生》(陸劍
明，1990)，這些電影中的「殭屍」其實都是吸血鬼，而作者就是嘗試將這
「混合的吸血鬼」(mixed vampire)與香港的後殖民處境的關係進行解讀。
Hudson認為八十年代的香港處於轉折期，並視之為香港的「現代性危機」
(Modernity  as crisis)，即是在九七回歸下，中國與香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協
商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並透過「混合吸血鬼」的「身體危機」(比喻
香港人的血液(身份)受到「感染」)來呈現。22Hudson的解讀指出了電影中呈現
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和模糊性以及與中國、傳統之間的協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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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unter 在文中這樣解釋“Dracula is both the worst of Western culture, recurrent figure of Western 
fantasy and nightmare, the man of power who goes native, blending his identity with that of the 
Other…Van Helsing represents a more acceptable face of Western influence: educative, rational and, 
since he is an anthropologist, alert to cultural difference…Aside from providing moral support, he 
takes relatively little part until he stakes Dracula in he film’s perfunctory final.”見Hunter, Ian Q. 
“The Legend of the 7 Golden Vampires.”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3. No.1. 2000, pp.85-86. 
19 Hunter 在文中提出“Interestingly, although Legend seemed like an idiosyncratic experiment at the 
time, its fusion of Gothic and martial art anticipated the highly successful Hong Kong jiangshi 
dianying (cadaver movies) a decade later, beginning with Mr. Vampire (1985) and its sequels. 
Because they are not aimed 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hese films were free to rework the Western 
myth of the vampire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traditions. ”同上，p. 83。
20 例如在《殭屍至尊》(劉偉強，1989)的最後一幕就出現了「群屍」湧入小鎮的場面，當中
的「群屍」的形貌、動態都與西方的喪屍極為相似。
21 吳昊，＜屍變：香港殭屍電影的「跨文化」接觸＞，《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
香港：市政局，1989，頁24。
22 Hudson在分析《一咬OK》中由林子祥飾演的吸血鬼李伯爵(Lee)在最後以嬰兒形象重生時
就指出“…Lee was a ‘mixed vampire,” an ambivalent metaphor for Hong Kongers wither infected 
or abandoned by their colonial rulers, suggesting the ongoing negotiation and contestation within 
Hong Kong’s “crisis bodies.”見Dale Hudson. “Modernity as Crisis: Goeng Si and Vampires in Hong 
Kong Cinema.” Eds. John Edgar Browning, Caroline Joan (Kay) Picart. Draculas, Vampires, and 
Other Undead Forms: Essays on Gender, Race and Cultu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9, 
p. 222.
筆者並不認同他指這些電影對香港人身份和危機的質問比八十年代中的《殭
屍先生》系列來得更迫切。23相反，筆者認為早在八十年代中的這些(殭屍)恐
怖喜劇中，它們不但對這些問題提出質問，還一步一步、策略性地作出回
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的學者往往視殭屍為東方的「吸血鬼」，把殭屍
變成一個附屬(sub-ordinate)於吸血鬼文化的想像，例如Stefan Hammond和
Mike Wilkin就曾經這樣形容殭屍：
「我們那來自東方的吸血兄弟，雖然不住在棺木，也沒有尖尖長
牙，卻不像我們要長途跋涉、穿上披肩，以吸血來炫耀舊世界的
美好」。24
這樣的論述不但將殭屍／殭屍電影邊緣化，也完全忽略了他們在香港語境下
的文化意義。這也引申至另一個思考：我們又應該如何解讀殭屍的文化意義
呢？事實上，殭屍這個符徵及其故事在中國自有其歷史背景和脈絡。
中國的殭屍傳說大多數都是來自志怪小說。25這些小說記錄了不少殭屍的故
事，包括殭屍的成因、種類、特徵、應對方法等等。26另一個較常在電影出現
的就是「湘西趕屍」的故事。27香港的殭屍電影最大的特點就是借用了這些故
事中以道術、古法來對付殭屍，發展出「道士VS.殭屍」的結構組合。
可惜的是，電影工作者未有恰當地翻譯殭屍／殭屍電影，以致造成了誤會。
殭屍，時作「僵屍」，也有誤作「彊屍」。28根據《辭海》，「僵」指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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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p. 204.
24 Hammond, Stefan, Mike Wilkins. Sex and Zen and A Bullet in the Hea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Hong Kong’s mind-bending mov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25.
25 關於中國志怪小說的傳統與特色，可參見陳溫儒編，《中國誌怪傳奇》，台灣：滿庭芳出
版社，1994。
26 根據吳昊的整理，主要的筆記小說有鈕琇編著的《觚賸》、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紀昀
的《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和《續子不語》、梁章鉅的《浪迹叢談》、許叔平的
《里乘》、楊鳳輝的《南皋筆記》和諸晦香輯的《明齋小識》。詳見吳昊，＜屍變：香港殭
屍電影的「跨文化」接觸＞，《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港：市政局，1989，頁
24。
27「趕屍」又稱為「移靈」，相傳發源於在湘西地區，由趕屍的術士將客死異鄉的屍體送回
鄉安葬。他們用繩繫著屍體，於其額上貼黃紙符，以搖鈴控制屍體跳動前進，畫伏夜行，直
到屍首歸葬為止。但也有說法指事實是由人輪流背著屍體前行，而遠看就像殭屍跳動，不少
殭屍電影都有沿用、改編此故事。詳見陸群，《你所不知道的湘西趕屍》，台北市：知本家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28 根據《辭海》的解釋，「彊」是「有力」、有權勢的意思，因此「彊屍」應為誤用。見中
華書局編輯部編，《辭海》寅集，台北：中華書局，1974，頁242。
動、不腐。29而「殭屍」則是出自《水經洛水》，指屍體發生屍變後成為有害
者，俗稱為「殭屍」。30因此，「殭屍」就是「殭屍」，而非「僵屍」。不
過，在英語世界中卻未有完全吻合的對譯，比較接近的翻譯就是「Vampire」
31或「Zombie」32。在香港，講述殭屍的電影，例如劉觀偉的「殭屍先生」系
列，英文就譯作「Mr. Vampire」；相反，有關吸血鬼的電影例如「Doctor 
Vampire」，中文翻譯卻是「殭屍醫生」，這就造成了混淆。從前引的典籍來
看，筆者認為這個翻譯不但不準確，而且容易造成誤解。殭屍並不完全等同
於吸血鬼或喪屍，因此筆者堅持用粵語「Goeng Si」的翻譯(普通話則作Jiang 
Shi)，以作區別。正因為有區別，筆者認為不應透過吸血鬼，即Vampire來理
解殭屍。 
1.2.2 殭屍電影的類型歸屬
筆者提出從類型／次類型來理解殭屍電影，那麼這些電影又在多程度上構成
了一個類型／次類型？電影類型研究學者Paul Watson就指出類型的定義可以
分為兩個層面：指出各個類型之間的差異和指出同一類型的共同元素。33以香
港的殭屍電影為例，這些電影混合了恐怖和喜劇的類型特色，使這些電影有
別於純粹的恐怖片或喜劇片；而這個類型內部也重複出現類似的模式和元
素，例如演員、角色、情節和故事結構等，這些都是構成這個類型／次類型
的重要元素，同一批演員如林正英、錢小豪、許冠英等都在不同的電影中不
斷出現，並扮演同類型的角色，例如林正英在同期多部作品中都是出演道士
一角。在情節上，電影往往是採用殭屍與鬼怪(多為女鬼)的雙線結構，如《殭
屍先生》、《殭屍至尊》和《新殭屍先生》等，當中以「道士VS.殭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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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辭海》子集，台北：中華書局，1974，頁275。
30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辭海》辰集，台北：中華書局，1974，頁1603。
31 吸血鬼(vampire，原文為vampyre)在十八世紀啟蒙時期出現，是西方歌德傳統(Gothic 
tradition)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最先出現在Bram Stocker的小說《德古拉》(Dracula，1897)
中，後來成了流行文化一個常見的角色，詳見第三章。
32 喪屍(Zombie)來自海地的傳說，指些沒有意識的「行屍」(walking corpse)，也是文學、電影
常見的怪物角色，詳見Boon, Kevin Alexander. “Ontological Anxiety Made Flesh: The Zombie in 
Literature, Film and Culture.” Eds. Niall Scott.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Myths and Metaphors,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7, pp. 33-43.另外有關喪屍的文化意義亦可參閱Peter Dendle. 
“The Zombie as Barometer of Cultural Anxiety.” Eds. Niall Scott.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Myths and Metaphors,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7. pp. 45-57. 
33 Watson, Paul. “Genre theory and Hollywood Cinema.”Eds. Jill Nelmes.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4th edition 2007, p. 113.
要的故事結構，並加入大量的喜劇元素，令這些電影自成一類，即筆者指出
的「恐怖喜劇」類型。
事實上，就殭屍電影的類型，張建德就曾以「鬼故事風格」來劃分，即具有
強烈「民族風格」的恐怖片。34的確，殭屍電影的特色之一就是挪用了傳統的
傳說和故事，並在流行文化的生產過程中調適改變，形成了特殊的「民族風
格」。然而，強調了殭屍電影以「民族特色」與恐怖片的結合，亦未有解決
這些電影與香港社會語境的關係，而我認為真正有建設性的處理是將殭屍電
影片看成「恐怖喜劇」(horror-comedy)。類似的說法前引澄雨已說過：「劉觀
偉的『殭屍先生』系列是恐怖加喜劇……」可惜他沒有正式提出「恐怖喜
劇」這個類型，也沒有作相關的論述。
「恐怖喜劇」是一個跨類型的分類，屬於體裁分類，35由批判的角度來看，這
樣的分類有助我們理解電影類型與流行文化、以及特定語境的關係。36顧名思
義，恐怖喜劇就是既有恐怖片的元素，同時又混合了喜劇的特色。在香港，
恐怖片／鬼怪片一向都不是主流，37最大的特色就是要令觀眾感到驚嚇、害
怕。劉觀偉也指出，他在拍攝之前就參考了日本、西方以至經典的卡通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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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張認為，「鬼故事風格」佔了亞洲恐怖片的大多數。「『鬼故事』除了暗示小說和記敘的
成分，更重要的是在亞洲地區，這些民間故事、傳奇是以『講故事』(story-telling)的口述傳
統來流傳，因此亞洲的恐怖片許多元素都是來自這些一代傳一代的故事，例如在中國文學傳
統中就十八世紀的《聊齋誌異》、六朝時期的『志怪』以及唐朝的『傳奇』⋯⋯這種風格的
電影，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亞洲的恐怖電影一種民族風格(national style)，同時也是最常見類
型的風格。而現有的亞洲恐怖片並不是失去了民族風格而是以跨國(transnational)的形式所存
在⋯⋯香港生產的『中國恐怖片』(Chinese Horror films)則是將功夫加入宗教的框架中，與佛
教、道教的宗教儀式結合，形成特殊的、混合的民族風格。」見Teo, Stephen. The Asian 
Cinema Experience: Styles, Spaces, Theor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95-96.
35 在電影類型研究(genre studies)中，也有透過圖像(Icon)作分類，例如西部片、鬼片，詳見
Watson, Paul. “Critical Approach to Hollywood Cinema: Authorship, Genre and Stars.” Eds. Jill 
Nelmes.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57.另外六有也有通過敘事
(narratives)來分類，例如Andrew Tudor就以故事結構來劃分西方的恐怖片，詳見Tudor, 
Andrew. Monsters and Mad Scientist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orror Movi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USA: Basil Blackwell, 1989, p.81.甚至有透過電影衝突(conflicts)來分
類。詳見Nichols, Bill. Engaging Cinema: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st edition 2010, p.248.
36 Grant, Barry Keith. Film Genre: From Iconography to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Wallflower, 
2007, p.1-3.
37 余慕雲將香港的鬼怪片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早期(一九四一年前)的多是導人向善；中期
(抗戰勝利至六十年代末)的產量較少，也沒有太大特色；後期(七十至八十年代則是的產量最
多、內容最豐富、成績最好的時期。他最後特別指出：「所有叫好叫座的港產鬼怪片，都是
富有中國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很好地溶化、結合東西方鬼片的長處，拍出獨特風格的。」
詳見余慕雲，＜香港「鬼怪片」雜談＞，《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港：市政
局，1989，頁75-78。
片營造驚嚇氣氛的方法，尤其是殭屍的形象。38例如在《殭屍先生》(劉觀
偉，1985)中，觀眾會看到導演用近鏡、打藍燈，刻意突出殭屍腐爛的面孔，
營造恐怖的氣氛。
香港的「恐怖喜劇」始於八十年初，由洪金寶的《鬼打鬼》(1980)奠定基礎。
但是，這與七十年代末的諧趣功夫喜劇熱潮有密切關係。39李小良指出功夫喜
劇類型是在《蛇形刁手》(袁和平，1978)和《醉拳》(袁和平，1978)就已經確
立，是對功夫類型的「重新包裝」(repacking)。40洛楓則指這個類型的特點就
是重視武打場面中喜劇的成份，41而殭屍電影亦繼承了這種特色，例如將對付
不死殭屍的可怕場面，變得滑稽好笑。
「恐怖」與「喜劇」的結合是《殭屍先生》最大的特點，令觀眾可以「一時
大笑、一時大叫」，42例如在《殭屍先生》的開場，導演刻意突出存放著殭屍
的義莊的陰森可怕，接著鏡頭對著一群額頭貼著黃符殭屍，而文才(許冠英飾)
正在核對殭屍的數目，但他還未數完就被殭屍襲擊，殭屍追著他跑，最後把
他捉住。正當這隻殭屍張開口要咬他時，他的假牙突然掉了下來，觀眾才發
現原來其師兄秋生(錢小豪飾)刻意假扮成殭屍捉弄師弟，化解了先前的可怕和
恐懼。Noël Carroll就認為恐怖與幽默都是對正常、理性世界的入侵和干擾
(transgression and jamming)，不過前者加入了恐懼(fear)，後者則減去了恐懼。
43在電影中，殭屍本來是恐懼的來源，但是電影卻將恐怖的來源轉化成喜劇元
素，甚至利用殭屍打不死、無意識的特性來懲罰故事中不討好或惹人生厭的
角色，把驚險可怕變成充滿笑聲的場面。這固然是延續了「諧趣功夫喜劇」
中重喜劇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容許觀眾以嬉笑、輕鬆的狀態來面對恐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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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詳見邱淑婷[著，訪問]，港日影人口述歷史：化敵為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c2012，
頁34-36。
39 吳昊，＜功夫喜劇－傳統、結構、人物＞，《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次文化，1993，
頁139。
40 Li, Siu Leung. “The Myth Continues”. Eds. Meaghan Morris, Li Siu Leung and Chan Ching-kiu 
Stephen. Hong Kong Connections: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 In Action Cinem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2. 
41 洛楓，《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頁79。
42 Hallenbeck, Bruce G. Comedy-horror Film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1914-2008. Jefferson, 
N.C.: MaFarkland, 2009, p.3. 
43 Carroll, Noël. “Horror and Humor.”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57. No.2. 
Spring 1999, p.147. 
從後殖民研究的視點出發，筆者認為「恐怖喜劇」與八十年代香港面對回歸
的語境的關係更值得深入討論。
1.3 「恐怖喜劇」的研究價值與研究問題
要分析「恐怖喜劇」為何突然興盛，或要先了解八十年代的香港語境。事實
上，八十年代其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
並在1985簽訂《聯合聲明》。呂大樂在回顧八十年代的時候就指出：
「當時的人怕共產黨，有的人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
其相關的制度，有的人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坐大，有的
人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
慮皆有」。44
由回歸引起的焦慮、不安，一方面是因為中港兩地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與制
度，香港市民擔心回歸中國會破壞現有的一切，因而有所抗拒。另一方面是
當時香港的城市、經濟發展遠超過內地，強化了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和優越
感。45羅永生也指出：
「香港人口的族裔身份和市民身份呈現前所未有見的矛盾和張力。
港英政府所主導的『香港市民』意識，亦進一步轉化為更鮮明的
『香港人』意識。」46
「香港人」成為了本土身份的代名詞，作為有別於「大陸人」、「中國人」
的身份認同，以區分「自我」與「他者」，並投射在流行文化中。朱耀偉認
為八十年代的「阿燦」、「表姐」、「大圈仔」等形象就呈現了香港人對中
國的恐懼。47事實上，透過嘲笑一個比自我落後的低下「他者」，從而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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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呂大樂，＜終於需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錢永祥編，《思想──香港
「解殖」與回歸》，2011年9月，第十九期，台北：聯經出版，頁91。
45 谷淑美，《香港文化──從本地研究探索「香港人」的身分意象和政治定位》，香港：香港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1999，頁25。
46 羅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頁60。
47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台灣：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242。
己的身份與優越，是香港喜劇一個常見的操作模式。48然而，Susan Reichl 和 
Mark Stein就指出在後殖民研究中，喜劇或一些以幽默為主的作品經常被忽
略，49因此他們將喜劇帶入後殖民的討論中，並視之為一種主體的抗爭：
「後殖民語境下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係沒有幽默可言，但有一些特
定的情境，不管彼此差異多大，笑(laughter)經常能提供條件產生幽
默來釋放張力以及緩和潛在的對峙局面。這一類笑具體表現例子有
很多，例如類似於破壞性的笑聲、嘉年華式的狂歡、諷刺的笑容、
自嘲、黑色幽默，或者類似于安撫和治療性的幽默，又或者類似
『閣樓上的瘋女人』那種狂野和怪誕的笑聲。所有都反映了爭取主
體性的抗爭，也反映了權力失衡的狀態，同時反映了尋求釋放的慾
望和需要。」50
在現實社會中，香港回歸中國是勢在必行。面對中共的強硬政權，香港／香
港人其實是處於弱勢，根據Susan Reichl 和 Mark Stein，喜劇其實是用來抒發
現實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現在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是「恐怖」加
「喜劇」呢？
恐怖喜劇在西方是一個發展得相當成熟的類型。Bruce Hallenbeck就將西方的
恐怖喜劇發展做了仔細的整理。他指出早在默片時代西方就已經出現恐怖喜
劇，即使經歷過戰爭、經濟大衰退和恐怖襲擊，這個類型仍然歷久不衰，以
笑和幽默擊退了恐懼，甚至成為反擊(fight back)的武器。51這些特性使這個類
型在「危機四伏」的時勢中成為處理恐懼的最佳工具：
「恐怖喜劇為觀眾提供了直接的戲劇性效果，可以讓他們取笑其恐
懼(laugh at your fear)」。52 
「取笑恐懼」只是其中一種對恐怖與喜劇的關係的解讀，喜劇也有可能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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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例如五十年代由電懋公司製作、王天林執導的「南北和」系列，包括《南北和》(1961)、
《南北和續集》(1962)、《南北一家親》(1962)和《南北一家親》(1962)，主要描寫南來人士
與香港人生活習慣、言語上的差異，造成的矛盾和笑話。詳見羅卡、吳昊、卓伯棠合著《香
港電影類型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56。
49 Reichl, Susanne, Mark Stein. “Introduction.” Eds. Susanne Reichl, Mark Stein. Cheeky Fictions: 
Laughter and Postcolonial.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5, p.2.
50 同上，頁9。
51 Hallenbeck, Bruce G. Comedy-horror Film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1914-2008. Jefferson, 
N.C.: MaFarkland, 2009, p.208. 
52 同上，頁3。
回應、消解或替代恐懼。更加重要的是：恐懼的來源是甚麼以及如何處理？
在殭屍電影中，我們觀察到恐懼主要來自傳統中國的「怪物」──殭屍以及
具有潛在威脅性的道士(對於道士的潛在「怪物性」，詳細討論見第三、五
章)。「怪物」固然是「他者」，但是「他者」卻不一定是「怪物」。換言
之，「怪物」只是「他者」其中一種的想像與呈現。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將
中國「他者」想像為怪物的論述何以會在八十年代受到歡迎？換言之，將這
批電影「語境化」其實是十分重要。正如怪物理論研究(Monster Theory)學者
Jeffery Cohen所提出：
「如果我們認真將『怪物性』 (monstrousness)作為一套文化論述的
模式來研究會有什麼成果。這一研究必然會討論到界定『文化』的
諸多邊界(時間，地理，肉體，科技)在怪物的建構過程中是如何形
成疊瓦狀(imbricated)──這一類型本身既是一種有限集合，也是邊
緣化的極端表現，更是反常闡釋和身份構建論述體系所建基於的一
種悲慘化認識論工具。」53
他的說法其實指出了在解讀怪物的時候，同時要留意生產怪物的社會文化語
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即「文化的諸多邊界在怪物的建構過程中是如
何形成疊瓦狀」。就香港而言，為甚麼當時的人會喜歡以怪物為「他者」的
殭屍電影？以「怪物」來想像中國，當中又透露了甚麼呢？更有趣的是，殭
屍電影中出現了雙重的「怪物」的想像：殭屍和道士其實都是中港關係的比
喻(metaphor)，如果殭屍是象徵危險、具威脅性的連接，那麼道士則是代表著
正義、認同和依賴。54更重要的是，殭屍與道士是一種制衡的關係，所以在解
讀上不能夠只是集中於其一，而是要結合來分析。而筆者就是嘗試以一種中
國為「雙重他者」的結構(double othering structure)來分析當中對中港關係的呈
現(representation)和詮釋，並認為這種結構所呈現的就是當時香港人面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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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ohen, Jeffery. “In a Time of Monsters.” Monster Theory: Reading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pp.viii-ix. 
54 這是Dale Hudson提出的觀點，他認為殭屍是象徵了香港與中國過去(Chinese past)的「危險
關係」。筆者認為這樣來看，道士則是一個對照，象徵香港與中國過去(傳統、歷史、文化)
正面和依賴的關係。因此，在分析這些電影時必須結合道士一角來解讀才能看到中港關係的
複雜性。
的「矛盾與張力」，55更呼應著當時的人的心理狀態。這就是恐怖喜劇的研究
價值所在。就此，筆者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1、香港人對中國的「矛盾與張力」是如何在殭屍電影中呈現的？
2、透過殭屍恐怖喜劇這扇窗戶，看當時香港作為「即將回歸的殖民地」，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又是如何想像和處理「自我」與「他者」的權力關係
的？
本文在後文各章中將借用後殖民研究的方法來處理這兩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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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這是借用了羅永生的說法，他指出在六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強調本土身份認同，『這套本土
話語的出現，既要反思、也要確認香港種種「非中國」特性，也要確立戰後二十年代一度被
冷戰、逃難等環境所遮沒、遺忘掉的「中國性」。本土認同與中國國家認同，可說是同步成
長。而到了八十年代，「香港人」在中英談判中的缺席反而使「香港人」在其他各種文化政
治的渠道爭取現身，而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身份認識是相對於「大陸人」建構起來，
繼承了殖民城市的優越感。』筆者認為這種對本土身份認同的強調，往往被視為對抗國族主
義、國家認同的手段，形成「本土」與「國族」的假對立，兩者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只是
被遮蔽或壓抑，並未因此而解決。羅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殖民無間道》，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59-60。
二、文獻回顧：審視後殖民論述中「自我」與「他者」的
理論框架
在第一章中，筆者整理了港產殭屍電影的類型界定和特色，並指出這些電影
以「雙重他者」結構來呈現中國，其實是呼應著香港的後殖民語境。至於電
影文本的解讀，本文則借用後殖民研究中「自我」與「他者」的權力分析框
架。
後殖民研究發展至今已經有一段歷史，涉及的討論、領域也十分豐富，而
「自我」與「他者」(self-other)的權力關係更是後殖民討論的焦點。由殖民主
義建構的「我──他」框架，原本是用作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
係。「他者」往往被用來彰顯殖民者的「自我」身份，甚至強化帝國主義。
然而，香港面對的情況更為複雜。在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下，中港除了地域
上的割裂，亦因統治者、制度的不同，令同一種族的人民間產生了文化、生
活方式、價值觀等差異。然而，隨著九七回歸到來，香港的主權從英國手上
交回中國，建立新的統屬關係。
在後殖民的「我──他」討論中，指涉的往往是兩個種族的統屬關係，然而
中港屬於同一種族，因此不能夠從種族層面來審視兩者的權力關係。雖然如
此，這不代表這個框架不適用於討論中港關係，而是在運用時需要作調整。
中港的「我──他」之分並非建立於種族差異，然而英國的殖民統治卻令中
港在文化、生活、價值等方面形成差異，產生了「我──他」的區分，並且
出現身份認同以及權力結構的問題，香港的「恐怖喜劇」就是從香港人的身
份、角度來想像兩者的權力關係(詳見第三、四、五章)。在這一章，筆者會討
論後殖民研究中的「自我」與「他者」框架的理論背景及在香港的適用性，
進而指出香港「恐怖喜劇」中的「他者」想像的複雜性，並不能用簡單的二
元對立來處理。以下的討論將分為兩節，筆者在第一節先回顧後殖民研究對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建構的「自我」與「他者」框架的批判；第二節會討論
香港的「自我」論述之產生以及後殖民批判中的「我──他」框架的適用
性，並以香港的(殭屍) 「恐怖喜劇」來說香港後殖民處境中與中國複雜的
「我──他」關係。
2.1 殖民論述中權力關係的建構 ──「自我」與「他者」框架的理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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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六世紀開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急速擴張，成為了一股極具支配性
的統治力量 。56殖民主義以實際的軍事行動對另一個種族的國家進行空間／
領土的掠奪、資源的開發與剝削，並對試圖統治原住民，在經濟和政治上建
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57因此，在(後)殖民語境下的「自我」與「他者」的權
力是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並由殖民者凌駕被殖民者。雖然殖民主義
以經濟和政治為核心，但是Chris Tiffin 和 Alan Lawson就指出它同時一套話語
的操作，將「他者」召喚到殖民者的呈現系統中(system of representation)。58 
對於這套話語的操作，Robert Young就指出：
「殖民和帝國宰制往往透過人類學的理論來合法化(legitimised)，這些
理論不斷將殖民地的人民呈現為次等(inferior)、孩子氣(childlike)或女
性化(feminine)，甚至是不懂得照顧自己(即使長時間以來他們都做得
很好)並且為其利益著想而需要西方家長式的管制(今天他們則被視為
需要『發展』)。而這些理論都是建基於種族這個概念。簡而言之就是
西方──非西方的區分其實即是以種族層面上的白人──非白人來界
定」。59
換言之，殖民論述中的「自我」與「他者」其實是一個處理種族差異的框
架，將「他者」的文化視為次等，並對被殖民者產生了深層的影響。Frantz 
Fanon的著作《Black Skin, White Mask》深入地剖析殖民主義對被殖民主體構
成的壓迫，深深地影響了殖民心理學。60他的分析得力於精神分析學
(Psychoanalysis)，尤其是Lacan的「鏡像理論」：在「鏡像」階段之前，孩子
仍然處於想像界，他從鏡中影像的完整性而將自身想像為整體，是一個自我
完滿的階段。然而，當進了語言世界的象徵界後(symbolic)，小孩開始發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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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lleke Boehmer就指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雖然有時會交替使用，但兩者其實有所不同。帝
國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殖民主義只是帝國主義的其中一種實踐形式。見Elleke, Boehmer.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 
57 詳見McLeod, John.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58 Tiffin, Chris and Alan Lawson. Eds. De-scribing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extuality, 
London : Routledge, 1994, p.3.
59 Young, Robert. Post-colonialism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
60 陳光興就指出早期的殖民心理學研究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視為「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
關係，前者極為自大，後者則極為自卑，並需要前者的肯定，這種論調無疑是殖民主義的
「幫兇」。見陳光興，＜導論＞，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2005，頁40-44。
言的不能及而感到匱乏，「自我」不再是自我完滿，而是需要「他者」來界
定。主體變得分裂、不完整，「自我」就會產生尋找兒時的整體感的慾望，
而電影就是一個滿足的慾望場所。61
Fanon借用這一理論來分析殖民主義對黑人心理造成的壓迫。他從不同層面包
括語言、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性慾、日常生活等觀察到黑人有一種「白化」的
慾望，從而引致的各種心理、精神問題。對於黑人來說，他們要成為
「人」，就要將自己「漂白」，成為白人的一份子，並要取得白人認可。62在
殖民宰制和建構下，白人處於具有權力、優勢的位置，他們所持的標準、價
值成為了界定「我──他」的主導意識。對於白人而言，白人和黑人有著根
本性的差異，而膚色更成為了辨認「我－他」、「優－劣」差異的標準，膚
色介入了黑人「自我」的身份想像，成為定義「自我」的條件，並將他們納
入到這樣的秩序中，白人／白化成為了他們追求的理想身份，並且希望尋求
得到白人的認可。在這樣的「我－他」的論述下，黑人永遠是「他者」──
一個永不可能成為「自我」(白人)的主體，並困於殖民宰制中。
在殖民論述的操作下，「他者」的差異成為了建構權力的場域，讓「自我」
一直凌駕「他者」。Edward Said對以西方為中心的論述所作的分析和批判，
就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主要是研究西方
的文化、知識系統對「東方」(主要是中東地區)的想像與刻板化，揭示「東
──西」二元對立的構築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東方主義」的焦點並不
在於「東方」的真實性，它所象徵的是一套以西方為中心呈現的系統和知識
霸權，將「東方」轉化成被研究、被討論、被注視、被比較的對象，甚至反
過來定義何謂「西方」。在西方文化中，理想的男性應該是積極主動、勇敢
而強壯，女性則是被動、道德而貞潔，而從性別的角度來看，「西方」對
「東方」的想像其實充滿了性／性別上的刻板定型：「東方」的男性是柔
弱、女性化，女性則是(性)雜亂、誘惑的，與文明社會對性別角色的要求相差
甚遠。這種女性化／性化的「東方」被視為墮落的、野蠻的(uncivilised)，也
切合和滿足了殖民者的想像──「西方」是具有權力、陽剛、文明的男性，
可以拯救／征服女性化、落後的「東方」。63在「東方主義」的框限下，「東
16
61 劉立行，《電影理論與批評》，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131。
62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63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Vintage Book, 1979. 
方」可以不斷迎合「西方」的想像：西方／東方、富有／貧窮、男／女人、
雄辯／沉默。64「東方主義」的構造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根本是一體兩面，
呈現了西方的文化霸權，也為殖民者的入侵提供了自我圓說的藉口。
除了性別上的定型想像，Nandy在印度的殖民經驗上也觀察到一種「成人──
孩童」的關係。他指出「孩童」其實是用來比喻印度「半野蠻、半文明」的
社會狀況，並用來合理化殖民者的行為：
「孩童在過去被視為是細小版的成人；現在(殖民宰制下)孩童卻變成
了次等版本的成人，需要透過教育來處理這延長了的童年……童年不
再是快樂、幸福的原型，因為它帶有歐洲在早一個世紀才有的農作文
化。它愈來愈像一塊必須由大人在上面寫下道德法規的空白石板－是
一種次等的成熟、欠缺生產力和道德，並受到玩樂、不負責、不由自
主等負面人性所感染」。65
殖民者將被殖民者「孩童化」的想像，其實是以文明的、成人的標準來注視
和理解相對原始的文化，於是被殖民者的社會發展、文化都被視為並未達到
成人世界的要求。他們必須要通過西方的教化和監管才能成長，即要西方
化、摩登化和基督化，以融入自由功利主義的伙伴關係。66這種「我──他」
關係其實是單向的施壓，將「他者」改造至合乎西方／成人要求和標準，繼
而為其利益服務，而「他者」亦將只能一直是次於「自我」的「絕對他
者」， Spivak在分析三部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時就指出：
「在帝國主義的批判觀點中，並不能將他者轉化成自我，因為在帝
國主義的計劃，從歷史中已經將本來可能是『絕對他者』(absolute 
other)折射成『馴化他者』(domesticated other)，以強化帝國主義本
身」。67 
換言之，在殖民論述的宰制下，殖民者握住了話語權，被殖民者則無處發
聲，「他者」在「自我」的宰制底下，一直被「自我」凌駕，並壓抑著其發
17
64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1995，頁47。
65 Nandy, Ashis.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4-15. 中譯本參照丘
廷亮譯，《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2。
66 同上。
6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Vol.12. No.1. Autumn 1985, p.253. 
聲權，68甚至連「他者」的主體也是按著「自我」來建立而陷入困境。後殖民
研究的到來，其實是重奪被殖民者／「他者」的話語權與主體，讓邊緣的聲
音得以被聽見，令被殖民者透過自我論述建立／重建主體。而許多取得獨立
的殖民地，都嘗試向其殖民主發聲。不過，香港作為「回歸的殖民」，所發
聲的對象卻有所不同。鄭樹森就指出：
「香港的時政評論，有很長一段的一時期(近十多年自然日益關心本
地)，都只是從香港的『邊陲』，向母體(中國)或左右核心(北京和台
北)喊話、發聲。這和世界殖民地發展史上，發話和抗爭對象往往是
殖民宗主國，是大不相同的」。69
事實上，當我們審視香港的自我論述／想像，都是傾向與「中國人」身份(準
確一點應為中共政權的「中國人」) 來劃分界線，同時又帶有對中國遠源文化
的認同，因此在香港／香港人的自我論述中，對中國有著矛盾而複雜的情
結。
2.2. 香港的「自我」論述產生的歷史背景
香港的自我論述的出現與其殖民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在鴉片戰爭戰敗後，香
港陸續被租借、割讓予英國。事實上，在英國取得香港的初期，英國政府對
香港並未有完整的管治方針，香港和中國也未見明顯的分隔，兩地的地理、
身份界線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楚河漢界」般分明。70對於當時大部分南來的人
來說，香港仍然只是一個暫居地，他們也只視自己為過客，對香港／香港人
的認同和歸屬感都十分薄弱。六、七十年代「鄉黨意識、宗親認同」到世紀
上半葉仍十分普遍，種種社會運動亦是由強烈的民族主義引起，「六七暴
動」更是左派希望爭取盡快回歸社會主義中國，後才得悉中國未有收回香港
18
68 朱耀偉，《他性機器? :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香港：靑文書屋，1998。
69 鄭樹森，＜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素葉文學》，1998年11月，第64期，香
港：素葉出版社，頁14。
70 根據鄭宏泰、黃紹倫的說法，初期的「香港華人較為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而認為自
己屬於『香港人』的，則只是少數」，直到共產黨建國之後，港英政府為了防備任何政治變
掛，便開始設立身分證制度，為「香港人」身份埋下了種籽，而隨著時代的推進，這個身份
意識也變得愈來愈強烈。同時，中共政府因為種種考慮，在一九五一年開始規定所以港澳華
人回國前要先申請「港澳同胞通行證」，這一項措施的推行，慢慢地令港華人對中國的情感
和認同都起了關鍵性的改變。詳見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04，頁145-165。
的打算。71「暴動」發生之後，港英政府也開始對香港實施較全面的管理策
略，積極推動香港現代化和本地化，例如公務員本地化、公共行政本地化、
公共服務本地化及一連串的「清潔香港運動」、「香港節」等，72以建立香港
本土的文化和身份意識，並開始產生以香港為本位的論述，羅永生就指出：
「這套本土話語的出現，既要反思、也要確認香港種種『非中國特
性』，也要確立戰後二十年代一代被冷戰、逃難等環境所遮沒、遺
忘掉的『中國性』。本土認同與中國國家認同，可說是同步成
長」。73
從羅的分析中，本土認同的冒起與國家認同並不是互相對抗或排斥，也非必
然對立。相反，兩者是共同成長，同時並存。八十年代對於香港而言是一個
重要的轉折時期，呂大樂在審視七十年代時就指出當時香港人對英國的殖民
統治其實抱有相當的反抗心理，74而「回歸」可以說是為香港人構築了一個脫
離殖民的美好想像，甚至出現「民主回歸」的構想，試圖調和殖民與國族之
間的矛盾。不過這種想像很快在中英談判的現實中被揭穿，香港人得知自己
在「回歸」的問題上完全沒有發言權。更重要的是，隨後的「六四事件」進
一步勾起了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與抗拒，形成了極大的創傷。於是，本
土認同幾乎完全地取代了國家認同，兩者的協商空間也被隱沒，中國甚至被
視為另一個殖民者。因此，面對中國的民族召喚，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
同感到格外困難，於是希望尋找可以建自我的身份認同，谷淑美就指出：
「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上，除了以『落後的中國』作對照外，亦包
括『血緣／文化相通的中國人』及『專制的中國政權』的象徵意
象，形成一種既想親近亦想抗拒『中國』的本土／民族意識」。75
這種「既遠且近」的心理狀態正正就是香港人面對中國的複雜情緒，為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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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羅永生，＜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與變遷＞，《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2007，頁8。
72 張炳良，「香港身份：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
《香港．生活．文化》，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頁3-4。
73 羅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頁60。
74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75 谷淑美，《香港文化──從本地研究探索「香港人」的身分意象和政治定位》，香港：香港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1999，頁27。
便討論，筆者會用「中港情結」作概括這種矛盾、模稜兩可的情緒狀態。76簡
單來說，「情結」就是指一些被壓抑在潛意識的情感對個體的影響，甚至造
成矛盾的心理狀態，77而「中港情結」78就是指香港人浮動的中國認同，即香
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包含了多種心理、情緒反應，包括恐懼(恐共)、抗拒、接
受、嘲笑、歧視、認同等等，這些情緒互相矛盾，卻又同時在潛意識中並
存。79而「恐怖喜劇」中的「怪物」想像，其實就是這些複雜、矛盾的情緒投
射，當中的呈現和處理也令抑壓的情緒得以抒發。80
2.3 從香港後殖民研究的成果與局限看「恐怖喜劇」的價值 
   
在後殖民研究的「自我」與「他者」框架，主要是從種族層面去討論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然而，當我們觀察香港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到，中
國與香港在文化上的互通與混雜，本來就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把中
國與香港視為不同的兩個種族，似乎難以成立，但二者之間又確實存在著不
少差異。雖然借用這個框架可以讓我們看到香港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獨
特之處，但又只會強調「自我」與「他者」的矛盾和對立。81羅永生就指出，
作為即將回歸中國的殖民地，香港被視為一個「非典型的殖民地」，但對於
20
76 「情結」(complex)原是精神分析學的術語，最先由奧地利醫生Josef Breuer在一八九五年提
出，後來被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依德、榮格等使用，現在也被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廣泛應用，
指部分或所有由共同情感基調所收集的想法、情緒、衝動和記憶，被意識排除，但仍然會影
響個體的想法、情緒和行為。見Colman, Andrew M.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0-151. 
77 佛洛依德就認為潛意識並不會一直被壓抑，當一有機會潛意識就會重返，例如透過夢境不
同的運作，以「凝縮」、「置換」、「表現」、「再度教正」的作用操作，這種對夢的解釋
也被借用至電影文本的分析上。劉立行，《電影理論與批評》，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1997，頁128。
78 陳潔儀在分析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小說時亦曾用「中港情結」來形容香港在回歸語境下的
身份認同，不過她對這個概念就未有作定義或詳細的解釋。陳潔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
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20。
79 然而，在不同的語境下某種情緒可能會被放大，例如「六四事件」的發生就是激發並突出
了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引發移民潮。同時，事件又激發港人的愛國情緒，令當年百人
萬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生。
80 Cohen, Jeffery. “Monster Culture (Seven Theses).” Monster Theory: Reading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4. 
81 筆者在此要指出的是香港與中國的「自我」與「他者」其實是假對立，原因是：一、殖民
論述中的「我──他」框架本身是處理兩個不同種族的殖民關係，但在中港問題上，並不是兩
個種族互相殖民的關係。二、中國的「他者性」往往是來自於其專制的政治制度、落後的發
展、共產主義價值觀等，而非種族差異。兩地既有不同，但也有一定的文化共通。在政治權
力上，中國駕馭香港，因為香港回歸已經是勢在必行；但是文化、經濟、社會發展(至少在
八、九十年代)，香港或者可以反過來勝於中國。只是香港人對於中共政權有所懼怕，對當時
的中國人又持有偏見，才透過將中國內地建構為「他者」來強化自身的認同。
香港的「殖民性質」卻缺乏深入的討論，而在主流的討論中，往往出現「殖
民」與「國族」的二元對立，將香港視為中國、英國兩大政權的磨心。82這種
處於「磨心」的處境甚至被解讀為殖民者(英國)與殖民者(中國)對香港的壓
迫。
 
2.3.1 僵化的「自我」與「他者」想像：從「夾縫」到「北進」
上述這種夾縫論調由周蕾在九十年代中提出，並引起熱烈的討論。周蕾認為
香港面對的是一種「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後殖民困境。英國殖民香港，
香港人將英國視為殖民者是可以理解，那中國又如何變成了殖民者呢？簡單
而言，一方面是香港在中英的談判中始終沒有發聲權，香港的前途問題始終
只被視為一個主權問題，而鄧小平更制定「一國兩制」的治港方針，讓香港
人保持原有的社會、文化和生活狀態，對香港人的主體、身份、解殖等問題
避而不談。另一方面這種「更換宗主國」的歷史進程似乎也與殖民統治沒有
差別。於是，香港要做的就是對抗兩大「殖民者」的壓迫：
「香港的後殖民境況具有雙重的不可能性──香港將不可能屈服於
中國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的再度君臨，正如它過去不可能屈服於英
國殖民主義一樣」。83
周蕾認為香港最為獨特的是「一種處於夾縫的特性，以及對不純粹的根源或
對根源不純粹性質的一種自覺」，84而所謂的「不純粹的根源」指的是一種
「混雜」的狀態。她本來是要提出香港是「殖民」與「國族」之間的一個混
雜的「第三空間」，並構成了成香港的獨特性。然而，從她文章的命題可以
看到她在思考中港關係時，也落入了一個二元對立的想像中，並將文化根源
的不純潔是使香港變成最大的受害者的原因：不從屬中國或英國，卻要周旋
於兩者之間。而在這樣的邏輯下，所有的本土文化都是為對抗殖民主義和民
族主義而產生。85洛楓更進一步以羅大佑、達明一派的流行音樂來說明香港對
這種「雙重殖民」處境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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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羅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頁45-47。
83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91-94。
84 同上，頁101。
85 周蕾借用了羅貴祥的觀點。
「面對兩個強大的殖民者，在被動的位置、無法言說自我意願的壓
抑下，香港人便只能以戲謔、嘻笑的方式排解和宣洩這些窘迫」。
86
後殖民研究學者Homi Bhabha對於「混雜」卻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在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文化在交鋒的時候，被殖民者不一定永遠處於劣勢。相反，在
這過程中，文化差異的扣連(articul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所形成的「夾縫
空間」(in-between space)其實有助開展二元對立以外的身份政治和策略，以重
新定義自我。87然而，周蕾指出的「夾縫香港」卻失去了這樣的一種積極的能
動性。而事實上，我們在「恐怖喜劇」正正能看到香港身份的混雜性所打開
的可能性（詳見第三、四、五章）。
正如前文所言，香港人對於中國的反抗，很大程度是出於「恐共」的心態，
但是如果只是執著這一點，就把中國說是完全的殖民者，其實只是放大和強
化兩地的差異性，而忽視兩地在文化上的共同性。這樣只是延續了「自我」
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框架，孔誥烽就批評：
「『夾縫想像』構作(／強化)了一個資本主義、中西混雜、兼容並
包、安定繁榮、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有人權的『香港』自
我；同時也構作了一個心胸狹窄、驕傲自大、社會主義的『中原文
化』他者。『我』與『他』之間的關係，被想像成後者威脅和壓迫
前者的關係。基於這種恐懼，強化『自我』被理解成一種必要的反
抗。」88
這種說法停留在僵化的「自我」與「他者」的想像上，並且帶有兩個假設：
一、本土與民族之間有絕對清晰的界線。二、「他者」(民族主義)凌駕於「自
我」(本土主義)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以被壓迫、受害的形象自憐自嘆，強調香
港／香港文化的弱勢。對此，葉蔭聰、孔誥烽、譚萬基等就提出了完全相反
的看法，並以「北進殖民主義」來審視中港關係。
「北進」的論述主要從經濟、文化層面說明香港以進取、野心和積極的姿態
面對中國。例如譚萬基分析香港品牌佐丹奴的「沒有陌生人的世界」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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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洛楓，《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5，頁111。
87 Homi K. Bhabha. “Introductio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2. 
88 孔誥烽，＜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
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56。
廣告時，他指出廣告中呈現了一種以香港作為中心的心態來對比、拯救鄉土
的中國。89香港一下子由被殖民者變成主動、進取的殖民者，道出香港在新殖
民主義下的位置倒換，並進一步北上入侵「他者」。司徒薇就指出「北進」
其實是對應著「南進」的二元想像，將所謂的「反殖」轉化為「反中國」，
這背後呈現的是香港人身份認同中一種「小小大香港主義」(Petit-grandiose 
Hong Kongism)。90
不過，許寶強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剖析「北進」資本以及「北進者」身
份的混雜性，提醒我們所謂「殖民關係」的複雜性和多樣性。91「北進論」的
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夾縫論」將香港視為受害者的論調，並道出香
港能動、進取的一面。然而，從「北進殖民主義」的命名可以看到香港與中
國其實仍然是被放置在「殖民－被殖民」二元框架中，只不過顛倒了「夾縫
論」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身份。關於兩種論述的局限，史書美就進一步
批評：
「我們可以說它們(夾縫想像與北進想像)的關係是一體的兩面，是
面對他者時矛盾的同時的兩面反應，與其說是殖民者心態的反射，
也可以說是被殖民者一方面恐懼卻又幻想權利結構倒置的心態的折
射……由於大陸和香港的文化權利結構是多層的、不明朗的、曖昧
的，把區域性的香港文化在大陸風行歸納成同化大陸的大論述，恐
怕是誇張不實。」92
「夾縫論」和「北進想像」的問題在於將香港放在一個固置(fixed)的位置上，
忽視了中港之間的互動、各種張力和協商。李小良在回應「北進」想像的不
足時就指出了中港關係的複雜一面：
「……在實際的香港──中國經濟運作中，目前的境況究竟是誰在
殖民誰？又或者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一個願打(肆意殖
民)、一個願捱(甘願受剝削)的情況？抑或是一種很複雜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糾纏不清、相互剝削的混淆狀態(一種postcolo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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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譚萬基，＜沒有陌生人的世界：佐丹奴的世界地圖＞，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
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89-102。
90 Szeto, Mirana May. “Postmodernity as Coloniality: Contesting Cultural Imaginaries in 1990s 
Hong Kong.”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8, Iss 2, pp. 253-275. 
91 許寶強，＜世界資本主義下的「北進想像」＞，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
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15-125。
92 史書美，＜「北進想像」的問題香港文化政治認同＞，《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
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54-157。
ambivalence)？……」93
不論是「夾縫論」或「北進想像」，似乎都假設了中港的「我──他」界線
是清晰可辨，而香港不是深受壓迫的受害者就是野心勃勃的殖民者。然而，
如李小良所指，在複雜的後殖民處境中，有很多糾纏不清的多層結構，這種
「混淆狀態」也不是單單以二元對立的框架就足以理解。在中港關係中，單
看兩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動，就不難察覺當中的複雜性。香港作為
前殖民地、中國作為新的宗主國，兩地既有差異性，又有共通性，如今在
「回歸」這件政治事件中有了新的碰撞。對於香港人來說，中國其實是一個
面目模糊、浮動不定的「他者」，而對於這個「他者」，既有文化遠源認
同、亦有對中共統治反抗，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香港人對中國的情緒也更為
複雜，而這一點可以以香港電影作說明。
2.3.2 香港電影中的「自我」與「他者」想像：「恐懼喜劇」及其定位
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香港電影曾經成功與荷里活電影抗
衡，創造了港產片的口碑與成就，David Bordwell更以「盡皆過火、盡是癲
狂」(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來形容香港電影，94後來香
港電影更出現了新浪潮。95關於香港電影與後殖民的討論十分豐富，96筆者在
這部分會集中討論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呈現的「中國他者」想像與分析，並嘗
試說明「恐怖喜劇」的定位以及特點。
香港電影固然有其特色，很多時候也被用來討論本土文化與身份，而在不同
年代，當中的呈現也有所變化，97而不少七、八十年的影視作品都被視為是對
24
93 李小良，＜「北進想像」斷想＞，《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54-157。
94 Bordwell, David.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5 關於香港電影新浪潮，可參閱卓伯棠，《香港新浪潮電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3。
96 例如洛楓就從「性別」、「特技」和「九七政治」的角度切入來討論過渡時期的香港電
影，思考香港電影對「回歸」、性別和文化身份問題的反思。見洛楓，《盛世邊緣 ：香港電
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而彭麗君則著眼於「九七」
之後的香港電影和電影工業，分析在特殊的歷史發展中，尤其中國市場、資金的開放和影
響，如何重構「港產片」，見彭麗君，《黃昏未晚 :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10。
97 可參閱香港影評人協會，《香港電影與香港文化及社會身份》，香港：香港影評人協會，
2000。
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思考及對九七回歸的回應，並將中國建構為「他者」。谷
淑美指出：
「踏入七、八十年代，經濟發展迅速，當權者(港英政府)由以往
『同舟共濟』論調漸漸推展至『繁榮安定』的論調，強調香港經濟
成功及政治文明，以突顯殖民地統治及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就。在很
大程度上，大眾文化不但和應了這個由當權者悉心營造的意象，且
以一個『不成功』的非本土他者(中國大陸)作為對照，進一步強化
了『繁榮安定』的本土身份意識。」98
那麼中國是一個怎樣的「他者」呢？朱耀偉就指出：
「當時的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是由典型化的『阿燦』、『表
姐』、『大圈仔』形象來紓解，前者可說是對九七以後中共政權的
憂慮，而後者則是一種『戲謔』式的『妖魔化』，藉嘲笑和醜化大
陸人來掩飾自己的憂慮。」99
「阿燦」100、「表姐」101、「大圈仔」102是來自當年的影視作品，也是經常
被用來形容、建構中國作為「他者」的負面意象。不過，同一時期也有像
《似水流年》(1984，嚴浩)這樣的電影，呈現了截然不同的中國想像，帶有對
鄉土情懷的嚮往。103另外，石川、顧涵忱就指出在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港產片
中，也有出現「北佬」的「他者」意象，並指出香港人身份認同中的排他性
的文化策略：
「昔日的『中國人』或為眼下的『香港人』所取代，或居於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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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谷淑美，《香港文化──從本地研究探索「香港人」的身分意象和政治定位》，香港：香港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頁25。
99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台灣：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242-243。
100 無線電視在1979年製作的電影劇《網中人》中的角色，由廖偉雄飾演的「阿燦」是剛到香
港的新移民。他在劇中被塑造成愚昧、好吃懶做、落後的形象，而「阿燦」更逐漸成為香港
人對大陸人的貶稱。
101 由張堅庭執導的《表姐》系列包括有《表姐，你好嘢》(1990)、《表姐，你好嘢！續集》
(1991) 《表姐你好嘢！ III之大人駕到》(1992) 和《表姐，你好嘢！ IV之情不自禁》 (1994)。
「表姐」所指的是在電影中由鄭裕玲飾演的內地女公安，有關的詳細討論，見本文第五章。
102 「大圈仔」是來自1984年由麥當雄執導的《省港旗兵》，指電影中由廣州到香港打劫的劫
匪。
103 電影說的是一個在香港事業有成的時代女性回到內地故鄉探親，也藉此為在都市紛擾生活
中受損的心靈療傷。片中表達了對香港大都會生活的厭倦，和內地鄉村生活的浪漫化思念。
香港回歸祖國，除了影片剛開始時的一些生活習慣上的衝突，其實是美好的文化尋根。見馬
傑偉、曾仲堅，《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2010，頁61-62。
間搖擺不定。然而，從血緣、姻親、飲食、習俗等物質文化層面，
香港似乎還難以形成一條區分『自我』與『中國』的清晰界限，於
是便不得不借助集體記憶或遺忘，以及種種文化呈現(representation)
系統的凝聚，以此強化自身族群的『同質性』, 同時將北方的『中
國』陌生化為與己殊異的文化他者。」104
在這些「內地他者」(包括「阿燦」、「表姐」、「大圈仔」、)身上，他們的
「他者性」主要來自外表、行為、語言、生活習慣等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往
往被轉化為「笑料」。不過，作者認為「北佬」這類移民角色卻有其獨特之
處：
「他們(『北佬』)身上的『他者性』並不是來自人物外部的視覺造
型形態，而更多地是出於一種隱形的文化血脈。對香港而言，這類
角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他們身上，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往往建立
在『當下』與『過去』的時間維度上。要麼以當下為我，過去為
他；要麼以當下為他，過去為我； 要麼採取兩者兼有的混合方式， 
將自我與他者的衝突作為角色人格分裂的文化根源之一。」105
作者透過「北佬」一角的解讀，指出了中港關係的複雜性，也道出了「內地
他者」對香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性。然而，當中的討論卻有去脈絡
化的傾向，將不同時期港產片對「北佬」的刻劃和呈現視為中港關係的轉變
／融合進程，而忽略了當中的種種的權力的拉扯和角力，以及香港人在面對
「他者」時的情緒反應與回應。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對中國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想像和情緒反
應：「大圈仔」(恐懼、反抗)；「阿燦」、「表姐」、「北佬」(嘲諷、取
笑)；鄉村(嚮往、緬懷)，呈現了複雜、多重的情緒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
不過，這些電影往往也呈現了香港對中國的歧視，並以一種文明、優越的姿
態來所謂落後的「他者」，將對「他者」的歧視變成了流行文化中的一種娛
樂(pleasure)，作為被殖民者的香港卻重覆生產了殖民者對待「他者」的思維
方式，將「他者」完全排拒，甚至貶抑，但卻甚少對這種「小小大香港主
義」的身份政治作出批判。而在這些的電影的討論中，評論者亦很少、甚至
沒有觸及殭屍與道士。106正如前文所言，以殭屍與道士為主要結構的「恐怖
喜劇」呈現了一種與當時主流論述不同的「他者」想像，這種想像並非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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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石川、顧涵忱，＜族群認同與香港電影中的「北佬」形象＞，《文藝研究》，2007年第11
期，頁25。
105 同上，頁29。
106 大部分的討論都是集中討論殭屍一角，將之視為代表中國、恐懼的符號，見第一章。
產「表姐」、「北佬」的角色定型，當中的「排他性」更大程度是「排怪物
性」，並打開了二元對立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在電影中，殭屍和道士同時作為「前現代」的文化想像，107講述的是香港與
舊文化中國之間的協商與磨合。然而，在現實中香港人卻要面對回歸中國的
現實，電影在舊文化中國的呈現中卻有意地避開了有關中共的歷史，以香港
與舊文化中國的協商來處理因回歸而引起的種種不安與焦慮。在這樣的想像
中，香港人與中國人都可以遊走於混雜的邊緣，兩者的權力時強時弱，既有
拉扯、制衡、也有平等、合作，最終甚至可以和平共存，呈現了一種保守
的、維穩的慾望。筆者認為透過解讀「恐怖喜劇」，其實有助我們更全面地
把握當時香港人面對中國的情緒結構，一方面繼承已有討論，另一方面也嘗
試彌補當中的不足。
首先，我將這批被忽略的類型給予一個定位(可見第一章)，再來就是透過殭屍
與道士兩個角色分析電影中呈現的情緒。事實上，前者與「大圈仔」，後者
與「表姐」呈現的情緒是有類似的地方，亦有所不同。接下來第一個要討論
的是殭屍與「大圈仔」所引起的恐懼的不同，第二個則是道士與「表姐」的
差異。
「大圈仔」和殭屍都是令人恐懼，108前者指內地偷渡客，來自麥當雄導演的
《省港旗兵》。一群內地人千方百計、攀山涉水來偷渡到香港就是為了搶劫
珠寶店，為了其「發達」之夢，更不惜搶劫、殺人。109對於香港人而言，
「大圈仔」既是落後、野蠻的象徵，同時是令人恐懼的對象，而他們最後全
27
107 筆者提出的「前現代」指的是一種中國遠源的文化、歷史，而在這一段歷史中並不包括近
代的中共政權或文化歷史。
108 事實上，這也是影評人對殭屍一角最普遍的解讀，但是對於其恐懼的性質、回應方法等卻
未有深入討論。
109 對於電影中的「他者」解讀，丘靜美在分析《省港旗兵》中的「大圈仔」形象和《似水流
年》時以「跨越邊界」來說明香港混雜的文化身份，使她不會視「我──他」為絕對的對立。
她認為兩部電影對「他者」的想像是矛盾的，因為香港的認同構成一方面有殖民地／資本主
義／西化等元素，當香港視中國為「他者」的同時，中國同樣會視香港為「他者」；另一方
面也有民族／國家／種族等元素，令中港分享一些反殖民的立場。因此，香港對回歸中國雖
然帶有恐懼和焦慮，但同時也帶有對目前(殖民統治)的不滿。見丘靜美，＜跨越邊界——香
港電影中的大陸顯影＞，鄭樹森編，《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臺北 ：麥田，1995，頁
210。不過，葉蔭聰對此有所質疑，他認為電影其實是以「現代」(香港)的目光來注視「前現
代他者」(原始中國)，而要審視香港文化身份是如何纏繞在各種不同的權力關係中，並不能
只是集中在電影敘事片段，還要留意該文化身份置身的歷史、文化、權力之中。見葉蔭聰，
＜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
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39-43。
部死下警察的掃射下，標示著一種現代制度、文明的勝利。然而，比起「大
圈仔」，殭屍卻是更加極端的「前現代他者」，它的出現、突變都是無法預
計，加上它沒有思想、人性，而且刀槍不入(即現代文明對它是失效的)，只有
道士才能對付他。但同時間它亦是親人、祖先，即既有威脅性，又有血緣、
感情上的連繫。在電影中，一開始也是以滅絕的方式對付殭屍，但道士作為
中介的情況下與殭屍重建關係，並逐漸找到共處、共存的方式。
「表姐」與道士同樣是一個落後、守舊的文化符號，也是一個被嘲笑的對
象。有趣的是兩個角色的性別雖然不同，而對她的處理就是「『喚醒』其陰
柔氣質」，110而所謂「『喚醒』其陰柔氣質」，即是去除她身上的舊的、不
夠現代的特質，將她現代化、摩登化，成為一個合乎現代想像的女性，其實
也是以現代文明來將她轉化(更詳細的討論見第五章)。不同的是，道士本身就
是一個極度陽剛的角色，他比「表姐」更加落後、守舊、堅持傳統，甚至擁
有來自「前現代」的神秘力量，而他的力量是不能夠被消除，否則沒有人能
夠對付殭屍。於是，對他的處理並不是完全的征服或現代化，而是需要不同
的策略(詳見第五章)。
從上述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既有的討論中出現的一些概念，其實都未能完
全地解釋殭屍與道士這兩個特殊的角色。主要因為他們都有獨特「他者性
質」，要深入討論這一點，筆者引入「怪物性」(monstrosity)一概念，結合
「我──他」的權力結構框架，分析電影中殭屍和道士兩個角色「怪物
性」，探討當時香港人對其中國認同的想像和處理。
2.4 小結
在這一章中，筆者首先回顧了西方後殖民研究中對「自我」與「他者」的框
架的討論，並指出這個框架本身是處理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殖民行為，
因此，當中的「我──他」之分往往是強調種族的差異。在香港的後殖民研
究中，這個「我──他」框架也被借用來解讀中港關係，不過，筆者認為中
港之間的「我──他」關係並非兩個種族之分，所以在概念操作上必須有所
調整，才有助我們把握中港關係的複雜性。筆者進一步以香港的流行文化為
例，指出「中國他者」在香港電影中的呈現，並提出「恐怖喜劇」中的殭屍
和道士同樣是在處理中港的「我──他」關係，值得深入研究。而在分析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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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雲龍，＜「表姐」：他者夢魘與消解＞，香港電影評論協會，2012。香港電影評論協會，
電子版本，2013年9月8日點擊，見<http://contest.filmcritics.org.hk/page.php?file=review_106>
論上，筆者提出引入「怪物性」一概念來討論殭屍和道士兩個角色的「他者
性」。在下一章，筆者會進一步介紹怪物理論中對「怪物性」的定義與討論
如何有助解讀這兩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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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恐怖喜劇」的後殖民解讀之一──「他者」想像與
權力結構
在上述的章節，筆者嘗試說明中港關係的複雜性以及對既有的「我──他」
權力框架的適用性，並提出引入「怪物性」的概念，作為討論殭屍與道士
「他者性」的構成，以及對「我──他」權力結構的影響。
正如筆者在第一章中提及過，中國的志怪小說中有不少類似怪物的傳說和記
載，著名文學家魯迅(1881-1936)更對相關的歷史作了仔細的整理與評論，他
指出由於古時人們無法理解「天地萬物變異不常」的現象，於是就借這些志
怪之作(即是民間流傳的神話和傳說)來作為解釋。111劉燕萍也指出這些有關神
鬼的小說產生的是一種心理補償的作用，例如講述人與「異類」的婚戀，其
實是透過借助他界的力量來解決現實之困；另外一些怪誕／怪誕諷刺的小
說，例如《子不語》就是以諧趣和可怕達到諷刺的效果。112在中國的文學傳
統中，一切的「非人」都被視為是「異類」，113而當中更具體的就有妖、
怪、精、魅等分類，而妖、怪、精、魅通常都是指由異類幻化為人，例如狐
精、蛇妖等，且能夠化身為人來迷惑眾生；相反，人在死後則幻化成鬼魂。
114那麼，我們該如何解讀殭屍與道士呢？
從文學的脈絡中，殭屍大概也是「異類」的一種，而且形象多變，115甚至只
是等待歸葬的一群，也不一定具傷害性；另一方面，道士則是相當神化、仙
人得道的形象。116然而，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殭屍以及道士都是十分現代的
想像。在電影中，殭屍是一種不死的、吸血的怪物；道士的「超自然」力量
亦有違文明規範。因此，他們不但是「異類」，更是具有傷害性和「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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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新藝出版社，1985，頁22。
112 劉燕萍，《古典小說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頁II-III。
113 石育良就指基本上以人為主體出發，所有描寫動植物和其他事物的都是異類。見《怪異世
界的建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5。
114 同上，頁22-43。
115 可參閱吳昊，＜屍變：香港殭屍電影的「跨文化」接觸＞，《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
顧》，香港：市政局，1989。
116 例如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的＜種梨＞就是描述道士當著眾人利用法術將一個鄉下人車
上的梨子變成一棵梨樹，以教訓吝嗇、貪心的鄉下人；而＜勞山道士＞ 中更將道士描寫成仙
人。原文可參閱李宗侗主編，《聊齋志異手稿本上》，台北：世界書局，1972，頁36-42。
性」的怪物。因此，在解讀這兩個角色時，我們不能夠簡單地將他們視為中
國文化上「異類」，而在理解電影對他們的處理上也不能純粹借用西方的
「怪物理論」，而是要作出脈絡化的解讀。
正如筆者於前文所言，「怪物」只是「他者」想像的其中之一，而有關怪物
的研究在西方也十分豐富，同時也是一個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課題，相
關的討論從科學、醫學到宗教學、社會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117以
至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都有涉及。不過，香港的怪物研究卻寥寥無幾，一
般都只是從宗教的角度來談論殭屍或道士，例如「湘西趕屍」傳說的真實
性。118即使在殭屍電影的研究分析上，也只是點到即止，滿足於這些電影與
文學的回顧或者是中西的對比。雖然這些研究對我們了解香港的殭屍電影有
很大的幫助，但是欠缺了更深層的分析，尤其是這些電影與八十年代香港社
會的關係。筆者認為較有建設性的處理是以「怪物性」的概念來解讀殭屍和
道士這兩個象徵中國的符號(相關的詳細討論見本章3.2)，以梳理當中所呈現
的「我──他」權力拉扯以及與香港人的中國認同的關係。接下來會有三
節，筆者會在第一節中回顧西方有關怪物、「怪物性」的研究；第二節則借
用怪物、「怪物性」的理論來檢視電影中的殭屍和道士兩個主要角色；最後
討論殭屍和道士在電影中呈現的「我──他」權力關係想像。
3.1 怪物作為「他者」想像：怪物與「怪物性」的意義與解讀
怪物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特定的形象、類型和象徵意義，因此對怪物的分析往
往要對應其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語境。從廣義上來說，怪物(monster)與人類
(human)、「怪物性」(monstrosity)與人性(humanity)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在已
有的討論中，怪物的定義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外表(appearance)、行為
(behaviour)和文化(身份)符號(cultural symbol)，所討論的「怪物性」也有所不
同。
第一個層次的定義亦是最簡單、直接的辨認怪物的方法。一般字典都把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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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Morrison, Cary. “Creature Conflict: Man, Monster and the Metaphor of Intractable Social 
Conflict.”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nd edition 2013, p.167.
118 陸群，《你所不知道的湘西趕屍》，台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定義為(虛構的)龐大、醜陋和可怕的生物(creature)，119Kate Hebblethwaite在解
讀西方的兩部beast-man小說時就指出怪物原本是指混雜的生物，包括(兩種以
上)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的混合體。120 Nane Cantatore指出Moses Maimonides
對聖經中的怪物利維坦(Leviathan)各項生理特徵的仔細描述都是呈現了典型的
動物姿態。121 
第二個層次是從怪物的行為來作定義。Kamila Vrankova在分析Mary Shelley的
「科學怪人」時就指出「科學怪人」是一個來自黑暗的棄兒，並突擊毫無準
備的普通人，122甚至釀成傷亡。Shilinka Smith 和Shona Hill就嘗試從這個角度
分析現代社會中的謀殺(murder)的行為，指出特定群組的謀殺者才會被視為怪
物／具怪物性。換言之，「怪物性」並不一定是指怪物，而是一切有威脅
性、傷害性的行為。
第三種對於怪物文化討論是從符號解讀的角度來分析怪物，John Cussans就指
出最常見的理論公式，即把視怪物性為對界線(boundary)和二元(binary)想像的
挑戰，123包括對生理、時間、空間、以至歷史、性別、身份和、文化的界線
提出質疑，甚至反過來挑戰原有界線的穩定性和可信性。124  Nane Cantatore就
認為怪物是(社會、正常)秩序斷裂的痕跡，同時是對特定語境的回應和意義，
因此總是一個需要被解讀的符號。125  Jeffery Cohen就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解
讀怪物，他認為怪物在文化研究中同時是一個問題(problem)，因為不論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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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這是一般字典的解釋，可參閱王玉章、趙翠蓮、鄒曉玲等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
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1300。
120 Hebblethwaite, Kate. “Invading Boundaries: Hybrids, Disease and Empire.”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nd 
edition 2013, p.105. 
121 Cantatore, Nane. “The Mark of the Monster: Limits of Knowledge and Edge of the Human in 
Dialogue with the Unheard-Of.” Eds. Niall Scott. The Role of the Monster: Myths and Metaphors of 
Enduring Evil. [E-book]. UK: Inter disciplinary Press, 2009, p.4.
122 Vrankova, Kamila.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s Horror of Split Consciousness.”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nd edition 2013, p.94.
123 Cussans, John. “Tracking the Zombie Diasporas: From Subhuman Haiti to Posthuman Tuscon.”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
Disciplinary Press, 2nd edition 2013, p.204.
124 同註106。
125 同註107，頁3。
為「一個符號(code)、模式(pattern)、存在(presence)或缺席(absence)，怪物都
是擾亂已經被視為自然的、人性的建構……而『怪物性』更是對歷史概念的
連貫性或總體性作出挑戰(即是將過去帶到現在，以提示過去、壓抑、不安的
存在)」。126怪物作為一個具顛覆性、極端的「他者」想像，對於「我──
他」的身份認同有特殊的意義。Ruth Waterhouse指出「怪物的定義往往把它
們強調為他者，以對比自我的主體性……而作為他者，它們往往是可怕和恐
怖的，但同時帶有一種神秘感」。127而怪物作為「他者」更同時有界定「自
我」的作用。Cary Morrison就指出所謂的「怪異性」其實即是「他者性」，
雖然怪物是「自我」對「他者」的負面投射，並將之妖魔化、去人性化，但
是隨著社會或規範(norms)的轉變，其怪異性／「他者性」也會重新被界定和
分類。128
Kyle Bishop就嘗試從殖民的歷史語境來解讀電影White Zombie (Victor Halperin, 
1932)。他指出在帝國霸權(Imperialist  Hegemony)下，喪屍是比「庶民」更次
等的怪物。129喪屍原本是來自海地(Haiti)傳說，受制於巫師，而這個形象同時
是從奴隸經驗中生產，奴隸就好像「沒有靈魂」的行屍，因此，喪屍同時講
述著是殖民故事。130然而，當這個形象進入西方的電影中卻變成了沒有人
性、思想、自主權的「完全他者」(total other)：
「喪屍的創造和運用(或錯用)，是一個完美的形象來實現帝國霸權
(imperial hegemony)的模式：那些處於權力位置的人(而非擁有力量
的人，例如巫師)能夠奴役和征服『他者』；而『他者』卻切實地失
去了語言和自主權──最終重複地淪為奴隸」。131
當「他者」被呈現為怪物，其怪物性／他者性也隨之被誇大，甚至用來強化
33
126 Cohen, Jeffery. “In a Time of Monsters.” Monster Theory: Reading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ix-x. 
127 Waterhouse, Ruth. ‘Beowulf as Palimpsest’, Eds. Jeffery Jerome Cohen. Monster Theory: 
Reading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28.
128 Morrison, Cary. “Creature Conflict: Man, Monster and the Metaphor of Intractable Social 
Conflict.”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 nd edition 2013, p.169. 
129 Bishop, Kyle. “The Sub-Subaltern Monster: Imperialist Hegemony and the Cinematic Voodoo 
Zombi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Iss. 2. Vol 31. May 2008. pp.141-152.
130 同上，頁145。
131 同上，頁160。
帝國、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怪物本來是一個具有顛覆性的形象。然而，當
怪物形象被殖民者所挪用來呈現「他者」，甚至是被重新編碼、呈現，卻是
放大了「我──他」之間差異和恐懼。
Newitz Annalee就認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下，白人與黑人就是主
人與奴隸的關係，而種族的差異也是其怪物性的主要構成。他指出在20世紀
初，西方的「不死物」(the undead，包括喪屍、吸血鬼和木乃伊)文化對殖民
主義和奴隸有近乎病態的著迷，在早期的文學和電影中，黑人經常被呈現為
可怕的「不死物」，而人類(白人)往往要對抗怪物(黑人)，呈現了白人的觀點
和優越。但是到了後半世紀，這類電影卻是從黑人／混血者的視點來建立論
述。隨著血統的混雜，白人與黑人的種族關係起了變化，原本清晰可辨的種
族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怪物的威脅不再是來自外部，變成是來自白人社會
內部，在Blade(Stephen Norrington，1998，港譯「幽靈刺客」)和Underworld
(Len Ryan Wiseman，2003，港譯「妖夜尋狼」)等的電影中，更嘗試透過重估
怪物性來反抗種族主義，黑人／混血的黑人(被殖民者)以強大、不仁慈的「不
死」形象來反抗白人的霸權。在西方的歷史中，「不死物」的想像由完全外
來的「種族他者」到變成是來自混雜的「他者」，血液關係是最主要的因
素，而對怪物性的重新估值／理解就成為了黑人對抗白人建構的層級、種類
關係的手段。132然而，為何社會要以怪物為「他者」呢？Cohen認為這當中其
實透露了「自我」的不安和恐懼的投射：
「這些焦慮症狀體現了(社會)對『怪物的文化迷戀』──一種由孿
生慾望(twin desire)所產生的固置(fixation)：對難以理解的事物有命
名的慾望以及馴化(同時也是去除其權力)(disempower)具威脅性的怪
物」。133
他指「命名的慾望」是因為恐懼本來就已經在日常生活中累積形成，卻從來
不被提出，而透過「怪物」的形象／投射，就可以借「命名」來把無以名狀
的恐懼言說出來。同時，對怪物的想像也包括了對它的馴化，以消除恐懼，
134西方對吸血鬼的處理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吸血鬼的想像在中世紀出現，是
一個象徵疾病、污穢、邪惡的形象，但隨著流行文化的發展，這個角色卻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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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Newitz, Annalee. Pretend we’re Dead: Captialist Monsters in American Pop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9-121. 
133 同註113。
134 同上。
漸被「馴化」，甚至變成女性夢寐以求的浪漫愛情的對象。135換言之，馴化
其實是轉化「怪物性」的方法，以克服怪物帶來的恐懼。
3.2 殭屍、道士作為象徵中國的文化想像──怪物與「怪物性」
香港以殭屍為主題的「恐怖喜劇」，被視為是最具中國傳統特色的電影，136
主要是因為殭屍、道士和道術都是來自中國傳統信仰和民間傳說。然而，他
們在電影中卻構築了一個幻想(fantasy)的世界。Rosemary Jackson就指出，幻
想式的文學(Literature of fantastic)往往是超越、逃離了現實而建構一個更好、
更優越的替代世界。137筆者認為這些電影一方面呼應著當時香港人的「中港
情結」，另一方面也呈現了香港人對其身份問題的思考。
在回歸的論述，中共經常把香港回歸中國建構為「回歸母體」的故事，以慈
愛、溫情的母子關係企圖召喚香港人。然而，所謂的國族在香港人的想像中
又是怎樣的呢？從「恐怖喜劇」中我們看到中國被想像為落後的、野蠻的、
「前現代」的男性角色。138而面對一個強勢、可怕的「前現代」怪物，能夠
與之抗衡的也只有同樣來自「前現代」的道士，並藉由他的力量來降魔伏
妖。然而，道士本身又帶有一定的「他者性」／潛在的「怪物性」，而且不
能被馴化，否則就會失去對付殭屍的力量，故要將他和他的力量「吸納」，
才能維持平衡。
殭屍、道士都是來自「前現代」的中國，要了解他們的特性、意義往往都是
要對應其文化脈絡。然而，在「恐怖喜劇」中，這兩個象徵「前現代」的角
色卻被放置到「現代化」／「初步現代化」的語境中，因此，要將他們語境
化，就不能夠只是停留在中國的文化脈絡中作解讀，而是要借用更多的概念
才能有效地解讀其獨特性。
「前現代」既是「現代」的一個對比，同時也是「現代」的前身，現在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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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此為戴錦華提出的觀點，相關的詳細討論，見下一章。 
136 石琪，＜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成就感和危機感＞，《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西方電影比
較》，香港：市政局，1989，頁16。
137 Jackson, Rosemary. 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2.
138 事實上，李焯桃也曾就八十年代以中國為「父親」的香港電影進行討論，詳見李焯桃，＜
父親的陰影，──八十年代香港新電影的中國脈絡＞，《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香港：市政
局，1990，頁77-85。
「現代」來重新審視。葉蔭聰在回應丘靜美對電影《似水流年》中的農村想
像時就指香港其實是以現代的目光將「他者」視為「前現代」，然而「這個
前現代化的家便是現代化香港的根，一脈相承，互相映照，亦正是『現代自
我』與『前現代他者』之間的關係，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但內裏卻
藏著複雜的權力關係，是從已發展地區向未發展地區的窺探與凝視……這裏
的權力關係包括了文明現代化的香港對未開發世界人民的注視，還有香港人
的故事如何接合在國族主義之中」。139以「現代」的目光來檢視「前現
代」，其實是帶有一種「現代」文明的優越感。然而在殭屍和道士身上，我
們卻見到「現代」的失效，反而「前現代」的力量、人物才得到最大的認
同，亦是因為這一點，「現代」與「前現代」開始接合，打開了二元／雙重
二元以外的可能與思考(詳見第四、五章)。
3.2.1 殭屍作為「絕對他者」
若從怪物的三個定義來檢視香港恐怖喜劇中的殭屍，從外表(醜陋、可怕)、行
為(殺害無辜)到符號意義(挑戰生死、血緣的界定)，殭屍都是屬於怪物，其怪
物性也使它成了一個「絕對他者」，而由怪物所劃定的「自我」與「他者」
界線也十分清楚，怪物是「他者」的、負面的、邪惡的。然而，這並不是所
有怪物文化的通則。
事實上，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也有不少怪物的故事記載，而其形象也非完全
負面，有的怪物更是與英雄想像重疊。Lam Yee Man就指出在西方語境中，怪
物是英雄的相對(monster/hero)：英雄象徵正義、榮耀、文明和理性，怪物則
是非理性和原始性，兩者形成二元的關係，因此怪物性也即是與英雄特質的
相反或阻礙，而英雄的責任就是對付怪物。不過，這種二元對分的卻未必是
通用的標準，她在文中以《西遊記》的孫悟空為例，指出在中國的語境下，
怪物／英雄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怪物有時甚至比人更有人性。140如果用傳
統的怪物／英雄來解讀孫悟空一角，他其實是界於兩者之間，甚至被視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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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陳清僑編，《文化想像
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42。
140 《西遊記》是中國經典的文學作品，講述唐三藏帶同三個徒弟到西天取經，然而他的三個
徒弟都不是普通人，包括由猴子變成的孫悟空、神仙轉世的豬八戒和沙僧，他們在途中遇到
各種妖怪，例如蜘蛛精、白骨精等(他們相信吃了「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所以會用各種方
式引誘唐三藏)，並由法力最強的孫悟空就負責主要殺害、消滅心懷不軌的妖精(但這同時違
背唐三藏慈悲為懷的信念)，以保護其師傅和師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孫悟空之所以由「怪
物」變成「英雄」，其實是因為他被制度所收編和監控(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緊箍咒
等)，而不是由「怪物」作為主體的自我轉化。
英雄多於怪物，並得到認同和支持。141
從Lam對孫悟空一角的分析，指出了怪物／英雄的模糊性。在西方的小說、
電影中，怪物的本質就是「他者」、異類，然而，殭屍獨特的是它同時是家
庭的親人、祖先，這一層的血緣關係是與生俱來，不會因為先人變成殭屍而
消失。面對由至親變成的怪物，恐懼的背後同時帶有親情、血緣的感情，產
生複雜而矛盾的情緒，並與當時香港特殊的後殖民處境，即香港人的「中港
情結」呼應。對於香港來說，殭屍是一個雙重象徵中國的符號，第一個層次
它是象徵令人恐懼、害怕的「他者」(中共政權)，第二個層次則是沒有政治含
義的中國，強調的是兩地在文化、傳統上的共通，因而有情。一開始，消滅
殭屍是這個類型的傳統，然而，在華人的倫理觀中，這其實是對先人的不
敬。那麼要如何面對這樣的「他者」？正如筆者在前文所言，現代化、文明
對於征服殭屍的失效，而要與殭屍建立／重建關係其實有賴道士，因為他擁
有的「前現代」力量正正就是「馴化」其「怪物性」的關鍵。
3.2.2 道士作為「非絕對他者」
道士(Daoist)是一個獨特於香港／中國宗教、文學傳統的角色，也很難在其他
文化中找到對應的概念。而在電影中，道士是一個更加模糊、複雜的角色。
從外表來看，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道士，並以此「職業」謀生。在中國的文學
傳統中，道士其實是一個擁有神秘力量和法術的人，這種力量在電影中更使
他成為一個「殭屍獵人」(類似西方的吸血鬼獵人／獵巫者)，並以降魔伏妖為
已任。對香港人而言，他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對「前現代」中國傳統文化的
接受與認同。不過，在電影中，道士既是唯一一個擁有對付殭屍的知識、技
巧與力量的人，但是當他的力量運用不當，道士也有可能變成怪物，142其神
秘力量也成了其潛在的「怪物性」。在香港的「恐怖喜劇」中，道士一時是
普通人，一時是術士，既可以對付殭屍，又懂得操控殭屍(甚至利用控制殭屍
殺人，電影《鬼打鬼》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即他同時是一個巫師(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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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Lam Yee Man. “A Different Monstrosity: A Case Study on Journey to the West.” 
Eds. Elizabeth Nelson, Jillian Burcar & Hannah Priest. Creating Humanity, Discovering 
Monstrosity: Myths & Metaphors of Enduring Evil. [e-book]. UK: Inter disciplinary Press, 2010, p.
312. 
142 事實上，在宗教的研究上，對於道教／道士也有類似的爭論。道教學者認為道士在道教之
中被視為「有神職的道教徒」，同時是肩負「溝通人和神靈世界的責任」，見陳耀庭，《道
教神學概論》，香港：青松出版社，2011，頁174-191。但是民俗學研究者就認為，道教其實
是源自於巫教，道士能夠呼風喚雨、畫符作咒、驅妖捉鬼都是只巫術，因此道士又被稱為
「妖道」。見張紫晨，《中國巫術》，香港：中華書局，1991，頁246。
wizard)又是殭屍獵人(hunter)，換言之，道士是一個處於人與非人、「自我」
與「他者」之間的模糊角色。與殭屍不同的是，道士雖然帶一定的怪物性，
但他的人性同時使他變成一個可協商的對象(negotiable)。因此，筆者提出道
士既不完全是「自我」，也不完全是「他者」，而是一個「非絕對他者」。
巫師(witch/wizard)本來是指一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但在西方宗教的
標籤下，巫師變成了一個邪惡、邪教的象徵，143並且傾向與怪物／怪物性扣
連，是令人恐懼的「他者」，最終要被獵巫者消除。144而消滅也是常見的、
解決怪物／怪物性引起的恐懼的方法。獵巫者所代表的則是正義、勝利。然
而，道士卻同時集兩者於一身，在殭屍出現的時候，他是唯一可以依賴的對
象，但他又具有潛在的「怪物性」，因此，與道士相處的方法就是將他「吸
納」成為「自我」的一份子。除了潛在的「怪物性」之外，道士與現代文化
的衝突也構成了道士本身的「他者性」。
Elizabeth Kent在英國的巫師文化中就觀察到男巫師的特點，並指出在父權主
導的文化中，對男性、男性陽剛有理想化的想像，而男巫師就是那些無法達
到要求的男性，例如他們濫用權力、對家庭管理不善、暴戾等，被視為「男
性／陽剛的他者」(masculine others)，對要求自我控制的文明社會造成威脅。
145男巫師／巫術被視為是現代文化的「他者」，並構成威脅，因而要被排
除。然而，道士卻不是一個不理想的男性形象，或許更準確的說，他不但理
性、穩定、自我控制，還要禁慾、不近女色，是一個極為陽剛和權威的角
色，這樣反而令他與現代的男性想像有點格格不入。事實上，當這批電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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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巫師這一個概念在西方／英語世界中其實有多種意思，而且與宗教有密切關係，為免造成
混淆，筆者在此嘗試作簡單的區分。在英語的翻譯中，巫師就有exorcist、sorcerers、witch、
wizard幾個翻譯。驅魔人(exorcist)是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統，驅魔人能夠驅除魔鬼和鬼
怪， 1973年的Exorcist(William Friedkin，港譯《驅魔人》)便是講述一個神父驅魔的故事。
Stephen Hayes指Wizard原來是那些生來就擁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他們懂得施巫術
(witchcraft)，但這不代表他們是完成代表邪惡，直到羅馬基督教興起才開始並否定而被標籤
為witch，並視他們為異教徒(pagans)，引發大規模的獵巫行動(witch hunt) 。因此，巫師成為
一個負面、邪惡的代名詞；而sorcerers則泛指看相、占卜師，他們則受到東正教嚴厲的批
判。可參閱Hayes, Stephen. “Christian Responses to Witchcraft and Sorcery”. Missionalia. Vol 23, 
No 3, Nov 1995, pp.339-354. 
144 在歐洲，巫術(witchcraft)也曾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同時是深層的性別問題，一般的「巫
師」(witch)都是指涉女性，即俗稱的女巫，「男巫」反而是被忽略的一群。詳見Rowlands, 
Alison. “Not the ‘Usual Suspects”? Male Witches, Witchcraft and Masculi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s. 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and Masculi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45 詳見Kent, Elizabeth. “Masculinity and Male Witches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593-1680.”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Iss 1. Vol. 60. Oct 2005. pp. 69-92.
漸發展，我們也開始觀察到道士遊走於「前現代」與現代之間，他擁有來自
「前現代」的神秘、超自然力量，例如使用符咒、法術、驅鬼、捉殭屍等，
同時又要兼顧現實的生活，因此他又會幫人看風水、醫怪病等，而當道士越
被現代文化所吸納，他就越靠向以平凡人形象出現的香港人，他的神秘力量
亦因而轉移到「自我」手上。
3.3 「恐怖喜劇」：「自我」與「他者」的權力結構
在上述的部分，筆者就殭屍和道士特殊的「他者性」作了詳細的說明和分
析，而透過電影文本和「我－－他」的框架，我們可以看到恐怖喜劇中呈現
了有別於「阿燦」、「表姐」論述的情緒反應和處理，而「絕對他者」、
「非絕對他者」與「自我」之間的權力拉扯，其實透露了香港人對香港與中
國「同中有異」的關係的處理。殭屍作為怪物，同時是一個「絕對他者」；
道士則是擁有「前現代」力量的「非絕對他者」，形成不同的權力結構，並
產生對應的策略。
首先，在「道士」和「殭屍」之間，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道士駕馭殭屍的權力
結構，並透過道士來克服殭屍帶來的恐懼。那麼，這是否表示「道士」就是
「自我」，即香港人本身呢？筆者要指出的是，道士其實是界乎人與怪物之
間，其「他者性」的構成相當複雜(詳見第五章)，令他不盡是「自我」或「他
者」。他在電影中被設定為一個堅守傳統、不懂西方禮儀、落後的人物，並
因而被嘲笑。因此，對道士的「吸納」其實是要將他與「自我」拉近，透過
慢慢地將他被吸納到現代的系統之中，呈現了「自我」(香港)對「非絕對他
者」的駕馭。更加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現代化」進程中，「自我」最終得
以藉「非絕對他者」為中介，與「絕對他者」也重新建立關係。有關「自
我」(香港人)、「絕對他者」(殭屍)和「非絕對他者」(道士)的權力結構，可
有以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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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他」權力結構 中港情結的投射 回應策略及電影例子
「絕對他者」凌駕「自
我」：殭屍駕馭香港人
恐懼、反抗
殭屍 「馴化」，並以道士作為重建關
係的中介(見第四章)。
例子：《殭屍先生》、《新殭屍
先生》、《非洲和尚》、《殭屍
家族》、《一眉道人》
「非絕對他者」(「自我」的
投射)凌駕「絕對他者」：道
士駕馭殭屍
認同、依賴
道士
「自我」凌駕「非絕對他
者」：香港駕馭道士
嘲笑、挑戰
道士
「吸納」(見第五章)。
例子：《殭屍先生》、《殭屍至
尊》、《非洲和尚》、《新殭屍
先生》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複雜的權力結構，「自我」與「他者」的構成以及
當中的權力關係互相牽制、角力，並透過不同的策略重新建立「我──他」
的關係。在後文的文本分析中，筆者會以上圖的權力框架，解釋在一系列的
恐怖喜劇中，殭屍與道士兩個角色的轉變，即殭屍被「馴化」，道士則被
「吸納」，而有關上述權力結構及角色的詳細分析，請見下章。
3.4 小結
在這一章中，筆者整理了西方的怪物研究對「怪物性」這個概念的定義，主
要可以分為三方面：外表、行為和符號解讀來界定，並借用來分析殭屍和道
士的「他者性」。怪物是一種極端的「他者」想像，令殭屍成為了「絕對他
者」，特別的是，殭屍雖然是怪物，但是它同時是有血緣的親人，因此電影
亦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馴化」殭屍以重建關係。道士在電影中是一個正
義、正面的角色，但是他所擁有的神秘力量卻構成了他潛在的「怪物性」，
令他成為了「非絕對他者」。然而，他的力量亦是唯一可以控制、對付殭屍
的力量，因此電影就透過「吸納」來轉移其神秘力量。關於殭屍的「馴化」
和道士的「吸納」，筆者會分別在第四、第五章中以文本作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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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恐怖喜劇」的後殖民解讀之二──殭屍的「馴化」
在前面的三章中，筆者已經將恐怖喜劇的研究價值、定位和獨特性一一交
代，接下來的兩章將會集中在文本分析的部分。筆者認為殭屍電影中呈現了
中港關係的張力與拉扯，也呈現了香港人對中國(中共)的恐懼，電影就成為了
一個實踐幻想的場域，透過對殭屍和道士的處理來投射想像中的中港關係。
本章主要解讀文本中殭屍一角，透過分析一系列電影中對殭屍的「馴化」
(domestication)來探討香港後殖民處境中的權力想像。
殭屍，本來只是死去的先人，屬於死後的世界。一旦有殭屍出現，就要將之
驅趕或消滅。在香港的殭屍恐懼喜劇，殭屍卻是衝著人／親人而來，並造成
傷亡，破壞倫理關係的秩序，而重建被破壞的秩序也是許多文學和電影類型
的基本結構。針對恐怖片而言，學者Andrew Tudor就指出西方恐怖片也是由
「秩序─無序－秩序」(order-disorder-order)的叙事結構形成，而第一個「秩
序」通常是指一個穩定的狀態，「無序」就是因為受到怪物的入侵而產生的
種種問題，最後以消除怪物來修復「秩序」。146而這個叙事結構下，電影的
張力其實在前兩個階段中開始累積、形成，最後以消滅怪物來解決張力。147
以「秩序─無序－秩序」的叙事結構來審視香港的殭屍「恐怖喜劇」，殭屍
的出現所破壞的其實是人間與亡界的界線及生者與亡者的關係，特別是血緣
關係，例如在《殭屍先生》、《新殭屍先生》中都有特別強調殭屍重回人間
後的目標通常是有血緣的親人，所以到最後所要修復「秩序」，即是指人與
怪物／殭屍之間的血緣關係，以想像的「秩序」、關係重建彌補和安撫現實
中的焦慮與不安。而筆者將這個修復「秩序」的過程命名為對殭屍的「馴
化」。
「馴化」是一種文學書寫策略，指殖民者在書寫上對被殖民者所採用的論述
手段，按其標準來建構和規範被殖民者，將「異已」投射為熟悉的、被馴化
的「他者」。Spivak就指出這種帝國意識形態更擴張到英國文學的書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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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Tudor, Andrew. Monsters And Mad Scientist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orror Movi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USA: Basil Blackwell, 1989, p.19. 
147 同上，頁108。
從而批評西方的女性主義書寫對「他者」的論述與呈現。148台灣學者張小虹
就以英國女作家阿芙拉．斑恩的《黑王子》來說明浪漫敘事與旅行敘事模式
如何製造出「被馴化他者」：
「如果著眼於帝國主義的自我／他者辯證以跨文化的同／異驅動
力 ， 這 種 敘 事 的 理 想 化 傾 向 則 可 被 政 治 化 為 『 熟 悉 化 』
(familiarization)的過程，或是普瑞特(Mary  Louis Pratt)指稱的『正常
化』(normalization)－這種『正常化』，可以在殖民邊界遭逢時，調
解遇上異己所帶來的驚愕……英國羅曼史的文學傳統習於運用戰
爭、愛情、榮譽的元素，在《黑王子》一書的採用之下，可以使種
族的他者『熟悉化』以及『馴化』，使他者肖似歐洲的自我，也因
此『將基進異已的經驗加以定型與編碼。」149
換言之，「馴化」是一種由殖民者策動的計謀，將「自我」的標準、價值強
加在「他者」身上，以調解「自我」與「他者」的文化差異。而透過「馴
化」，殖民者能夠將他價值觀、人性、標準等加諸在被殖民者身上，令得
「他者肖似(歐洲的)自我」。然而，怪物的出現，其實是極端地以「怪物性」
來將「他者」的差異放大、呈現，怪物與人類之間是有界線的，除非怪物／
「怪物性」完全消失，即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化」／變成人類，否則怪物仍
然是怪物。當然，有一些怪物會一定程度上被人性化／「馴化」，但它仍然
繼續保留一定的「怪物性」，不過對其「怪物性」卻有了新的理解，吸血鬼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中世紀初，吸血鬼恐怖的怪物想像，代表污穢、疾病、威脅、醜陋等等，
後來才開始出現伯爵、紳士的形象。150Frank Grady對西方吸血鬼形象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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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Vol.12. No.1. Autumn 1985. pp. 243-261. 
149 張小虹，《性帝國主義》，臺北：聯合文學，1998，頁99。
150 吸血鬼(vampire，原文為vampyre)在十八世紀啟蒙時期出現，是西方歌德傳統(Gothic 
tradition)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最先出現在Bram Stocker的小說《德古拉》(Dracula，1897)
中，後來被改編成電影作品。西方第一部吸血鬼電影其實是德國導演Friedrich Murnan(穆瑙)
在1922年所拍的默片 Nosferatu (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但片中的吸血鬼相當
醜陋、令人厭惡和恐懼。而吸血鬼風潮在三十年代席捲美國，更建立了經典的吸血鬼形象：
身著西裝、披著黑斗蓬、居於城堡、對女性有致命的吸引力。1931年，由Tod Browning執導
小說同名電影Dracula，由奧地利演員Bela Lugosi Blasko飾演主角Dracula，其形象更是深入民
心。五十年代，咸馬公司(Hammer Company)起用演員Christopher Lee，由他扮演德古拉同樣
是深入民心。到80年代，美國作家Anne Rice推出了不少與吸血鬼相關的小說，她的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1994)後來更被改拍成電影。到二千年，吸血鬼又因《暮光之城》(Twilight)
系列而再次掀起席捲全球的熱潮。詳見Melton,Gordon. The Vampire Book: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Undead. Detroit: Visible Ink Press, 3rd edition 2011. 
析，就指出吸血鬼的「馴化」就是「被浪漫化(甚至人性化)而非恐怖化」。151
戴錦華更從美國的「保守主義新主流」的社會語境來解讀《暮光之城》
(Twilight，Catherine Hardwicke，2008)，並指出電影中的吸血鬼Edward(Robert 
Pattinson飾演)的「怪物性」就被高度浪漫化，成為純潔、(性)自制的象徵，甚
至是女性理想的白馬王子形象。152因此， 在人／怪的界線底下，對怪物的
「馴化」就不是要令「他」變成「我」／似「我」，而是要針對其「怪物
性」作出處理，將其威脅性轉化為優勢／好處。而在過程中，怪物的「怪物
性」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被重新改造和理解，最終透過這樣的「馴化」來
與怪物的「怪物性」共處。
當然，並不是所有怪物／「怪物性」都能夠以「浪漫化」來處理，在殭屍這
個例子上就更為困難，因為它本身特性例如僵化的肢體、欠缺語言和溝通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只有道士能夠制衡它，所以殭屍能夠「互動」的對象就只
有道士，因此道士在「馴化」殭屍過程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以下的
部分，第一節會從電影《殭屍先生》說明殭屍的「怪物性」以及對血緣關係
的破壞，在這個階段，殭屍與道士是敵對關係；接著會透過文本《新殭屍先
生》和《非洲和尚》說明其中一種對殭屍的「馴化」策略就是殭屍完全被道
士收編，完全受其操控，所以普通人可以在道士作為中介的情況下，間接與
殭屍共處。第二節則以《殭屍家族》和《一眉道人》為例，說明另一種「馴
化」就是「孩童化」，即是以可愛、幼稚來包裝「怪物性」。153隨著類型的
發展，殭屍與道士的關係開始轉變，由敵對變成合作，甚至是建立了親子關
係，而「馴化」的最後其實是恢復人與殭屍之間的血緣秩序。
4.1《殭屍先生》之怪物登場：當「阿爺」變成殭屍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恐怖喜劇」中，例如《鬼打鬼》(洪金寶，198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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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Frank Grady. “Vampire Culture.” Eds. Jeffery Cohen. Monster Theory: Reading Culture. 
Minneapolis, Min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p. 226.
152 見高秀芹[訪]，戴錦華，＜無影之影——吸血鬼流行時尚的文化意味＞，《文藝爭鳴》，
2010，第10期，長春：文藝爭鳴雜誌社，頁38-41。
153 Maja Brozozowska-Brywczynska就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解讀怪物性與可愛(Monstrous/Cute)的
模糊性，並指出語言的操作中其實已經將怪物性與恐怖的外表、行為扣上，可愛則與無害、
安全扣連，而怪物性與可愛的結合，最終將怪異的可愛變成威脅或瑣事，甚至將怪物性視為
可愛。以外人星為例，不論是作為怪物／可愛，他們本身就是他者，但是被可愛化的外星
人，其「他者性」被縮減到只是在外表上，然而他們又不完全符合「正常」的標準，於是產
生了一個外於「正常」、規範的第二(alternative)空間。見Maja Brozozowska-Brywczynska. 
“Monster/Cute. Notes on the Ambivalent Nature of Cuteness.” Eds. Niall Scott.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Myths and Metaphors,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p. 212-218. 
殭屍就已經作為配角出現過。不過，電影對殭屍的身世、成因等的描述都比
較簡略，是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怪物。真真正正打著殭屍旗號的是《殭屍先
生》(劉觀偉，1985)。《殭屍先生》的出現，改寫了以往觀眾對殭屍的認知，
電影不但對殭屍的成因、特點作詳細描述，更重要的是殭屍由無身份、無出
處的怪物變成了家中的先人，而由「呀爺」變成的殭屍在中港關係中更別具
象徵意義。最令人害怕的是「阿爺」是「挾持」著文化、血緣的關係重臨，
扭轉了原來的、穩定的關係。
故事講述民初時期，富商任老爺(黃蝦飾)是一個迷信的人，他為了改運，聽信
術士之言擺下風水陣，並在其父歸葬二十年後找來道士九叔(林正英飾)起棺遷
葬。九叔發現二十年前的風水師傅因為怨恨任家搶地，所以故意欺騙，讓他
們擺下會為後人招來惡運的風水陣。當任老太爺(元華飾)的棺木被掘起，九叔
發現其屍首二十年來都沒有腐化，但任老爺以孝順為理由，堅持不肯就地火
化，為殭屍「復活」造就了機會。結果，任老爺成為第一個被殭屍所殺的
人。他死後也變成了殭屍，並被九叔所消滅。而任家女兒任婷婷(李賽鳳飾)就
是殭屍的下一個目標，眾人為了保護她再次奮力戰鬥、對抗殭屍。雖然「阿
爺」變成怪物，但是婷婷對他並非只有害怕，而是仍然抱有感情。
在電影中，任家其實就是香港的縮影。這一家人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的思想，
迷信風水之言，同時又有極為西化的一面，遵照西方的文化、禮儀，而面對
「阿爺」的威脅，卻只能訴諸傳統。不但如此，任老太爺變成殭屍後更會率
先傷害其至親，包括其兒子(即任老爺)和孫女(即任婷婷)。這一點更別具深
意。華人社會相信祖先可以庇蔭後人，但是由「阿爺」變成的殭屍，如今卻
會傷害最親的人。本來血緣是用於證明親屬關係、區分我與他人，如今卻成
為了受害的條件，完全打破了血緣、血濃於水的關係想像，甚至要反過來對
抗殭屍，點出了當時面對回歸的香港人的恐懼。八五簽訂的《中英聯合聲
明》，為香港的前途作出了決議，九七回歸勢在必行。回歸中國對於香港人
而言，帶來是憂慮、恐懼和不安，而這些情緒恰好投射在殭屍身上。對於觀
眾而言，殭屍是不是中西混合並不重要，因為對於當期時的觀眾，電影與他
們產生共鳴的是這種對所謂血濃於水的關係的質疑和不信任，這同時也解釋
了殭屍會被誤認為「恐共」的符號。
任老太爺變成殭屍之後，第一個殺死的就是他的兒子，更可怕的是，被殭屍
咬過的他也變成了殭屍，而下一個目標就是其孫女任婷婷(李賽鳳飾)。婷婷與
道士的兩個徒弟文材(許冠英飾)和秋生(錢小豪飾)幾個年輕人在電影中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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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一代，他們比較年青、摩登、貪玩，對現代的事物也較為接受，但是面
對殭屍時卻都是手足無措，必須依賴道士的力量。幸好，任老爺所成的殭屍
及時被道士消滅，所以未有外出作惡。不過，任老太爺卻仍然威脅著婷婷的
安危。當殭屍再次出現，它衝著婷婷而來，當九叔及其徒弟制服了任老太爺
變成的殭屍，此時九叔指只要有人幫它吸出喉嚨中多出的「一啖氣」便可以
使他安息。154然而，殭屍又惡又醜，大家都不敢也不願這樣做。這時婷婷突
然挺身而出，表示願意幫忙救助她爺爺。因為對於她而言，那一刻的殭屍同
時也是她的家人，流露出對血緣、家庭的感情。可惜，殭屍無情，即使婷婷
視它為家人，它也是要掙扎來傷害她，最終被消滅。
期間，文材更被殭屍咬傷手臂，中了屍毒。在中國的文學記載中，殭屍並沒
有尖牙，也不會吸血，這兩點都是對吸血鬼特性巧妙的挪用，而害怕被殭屍
咬傷背後隱藏的是一種被怪物「同化」的恐懼。Kate Hebblethwaite從殖民關
係來解讀吸血鬼吸血的特性時指出，吸血其實是透過身體來進行的一種「逆
向入侵」(reverse invasion)，以對血液的「污染」來將人類／受害者降格為怪
物，最終令殖民者變成被殖民者，正常人則變得具有「怪物性」。155對於當
時香港人而言，被中國(確實來說應該是「中共」)「同化」是一件十分可怕的
事情，而被「他者」／怪物「同化」就等同被「降格」，令「自我」失去原
有的優越性，更害怕下一代受到波及，於是要竭力保護他們，電影更為此作
出了「自我顛覆」。正常來說，被殭屍咬過的文材應該會變成殭屍，不過九
叔卻指「有可能啫(變成殭屍)，發覺得早仲有得救」，並採用古法，用糯米、
糯米水等幫他防止屍毒蔓延，但由於糯米摻了雜質失去功效，文材開始長出
尖牙、黑色長指甲，表示他身體的屍毒開始蔓延，幸得九叔及時發現，最後
救回徒弟。
4.2 怪物與「怪物性」的收編：對血緣關係的再理解
《殭屍先生》推出後，取得令人意外的票房成績，成為了這個類型中的經
典，奠下了「道士vs殭屍」的類型結構，亦是後來不少同類型作品的藍本。
在《殭》之後接連推出的同類作品，例如《殭屍翻生》(陳會毅，1986)、《殭
屍叔叔》(劉觀偉，1986)、《音樂殭屍》(唐偉成，1992)等，不過基本上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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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電影開始時就解釋了殭屍的成因是因為它們生前有怨氣。
155 Hebblethwaite, Kate. “Invading Boundaries: Hybrids, Disease and Empire.” Eds. Paul L Yoder, 
Peter Mario Kreuter.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book]. UK: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 nd 
edition 2013, p.106.
不開「道士vs殭屍」這個傳統組合。直到九十年代初，道士與殭屍的關係才
出現轉變，而隨著對其「怪物性」的收編，血緣關係也有了新的理解。
4.2.1 《新殭屍先生》：「怪物性」與血緣關係的利用
《殭屍先生》對殭屍的形象、「怪物性」的塑造，尤其一對又尖又長的尖
牙，更被不少電影仿傚。在眾多的電影中，殭屍的一對尖牙是強而有力的殺
人「武器」，而《新殭屍先生》(劉觀偉，1992，這也是《殭屍先生》系列的
最後一集)就是針對這一點直接作出回應，並嘗試克服當中的恐懼。在這個過
程中，殭屍的「怪物性」被重新詮釋，從原本具備殺傷力的「武器」變成具
有利價值的好處。
《新殭屍先生》講述蓮(關秀媚飾)懷疑丈夫大龍(樓南光飾)患上怪病，於是找
來道士英(林正英飾)幫助。英發現大龍其實是被其父親變成的殭屍所傷，中了
屍毒。要解開大龍身上的屍毒，就要將大龍父親的殭屍牙磨成粉末服用，可
惜最後不成功。於是，英派兩個徒弟文材(許冠英飾)和秋生(錢小豪飾)到廣西
的「騰騰鎮」尋找「牙粉」，最後終於成功從一隻女殭屍身上取得「牙
粉」。這一集的故事與《殭屍先生》有很多文本互涉的成分，例如人被殭屍
咬過也會殭屍、殭屍會傷害至親等，而大龍就是被父親所變的殭屍所傷。
為了以「以毒攻毒」的方法拯救大龍，在這一集中，道士三師徒的主要任務
不再是消滅殭屍，而是要設法取得殭屍的尖牙再磨成粉末救人。於是，他們
與大龍一同來到殭屍所在的義莊。在這一集中，電影再次強調當殭屍出現
「會先害親人」的特點，所以他們將殭屍生前的兒子大龍綁柱子上作為「誘
餌」，以引出殭屍，父子之間的血緣關係被徹底的「工具化」。入黑後，殭
屍便「破棺而出」，它靠「人氣」分辨其「獵物」的位置，當它嗅到兒子的
氣息，立刻露出尖牙，並開始攻擊親生兒子，「兩父子」開始搏鬥。然而對
於大龍，殭屍仍然是他的父親，更不斷叫「爸、爸」來向父親求饒。然而，
殭屍對此卻無動於衷，強化了殭屍沒有人性、冷血無情的特點，即使有血緣
關係，也不可能與殭屍抗衡，更遑論可以「動之以情」，彼此之間剩下的大
概只有利用的關係，這也是中國與香港之間真實的寫照。九十年代初，中國
實施的改革開放取得一定的成果，國內的經濟發展迅速，開展了不少商機。
對於香港人來說，內地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加上租金、薪金成本較香港低，
不少工廠紛紛北移至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不少港人、港商都要兩
地往來工作和做生意。雖然這是一個功利的看法，但是這的確改變了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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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港關係的理解。
為了拯救大龍，文才和秋生被派到廣西的「騰騰鎮」取牙粉。「騰騰鎮」是
一個「殭屍鎮」，鎮上「住」了一群殭屍，只要從它們身上取得牙粉，大龍
便有救。正如上文提及過，當人變成殭屍，其實是身份的「降格」，如今，
文才和秋生為了混入殭屍群中，不但要學習講殭屍話、穿上「殭屍裝」、塗
上「屍油」來扮殭屍，讓殭屍誤會他們是同類而放下戒心，以便取得他們所
需的「牙粉」。在殭屍世界中，它們會以指甲和尖牙的長度來評定地位，本
來兩人差點被揭穿身份，卻以假造的「最長指甲」、「最長尖牙」成為殭屍
界中的「王者」，並臣服了真正的殭屍。這一幕可說是對香港人功利的北上
心態的諷刺。對於香港人而言，中國雖然是一個落後、野蠻而封閉的地方，
但卻充滿了機會和利用價值。而一個「文明的主體」為了進入落後的「他
者」世界，不惜喬裝自己混入其中來愚弄「他者」，甚至要反過來成為「老
大」，將其「(偽)降格」轉化為對「他者」的征服，與當時香港人面對中國大
陸的心態不謀而合，例如學習普通話、北上工作和消費，中國的利用價值遠
超過了血緣和身份的重要性。
最後文才被其中一隻女殭屍(余慕蓮飾)相中，獲得獨處的機會，乘機取得「牙
粉」，同時也揭穿了他們真正的身份，引起一場混戰，最終二人安全脫身。
不過，一群不甘被欺騙和利用的殭屍，後來也設法報復，最終被道士一一消
滅。在這一集中，殭屍的可利用價值遠遠大過其「怪物性」或「他者性」，
為了達到目的，文才和秋生反而要有意識地將自已「他者化」，即變成殭屍
以混入其中，「他者」與「自我」的界線開始被動搖，我甚至可以透過模仿
而遊走在兩者的邊界上，同時也暗示了當殭屍的「怪物性」受控、有價值，
兩者之間的界線其實可以重新劃分、調整，這一點在《非洲和尚》中便來得
更明顯。
4.2.2《非洲和尚》：「怪物性」的徹底收編與民族大融和的狂想
《非洲和尚》，又名《上帝也瘋狂3》，是陳會毅的作品，他在1986年也拍了
一套《殭屍翻生》。電影講述華僑阿森(陳山河飾)請來林道士(林正英飾)一同
參加英國的拍賣會，目的是要將屬於阿森家族的祖先殭屍(楚原飾)買下，運回
香港。然而，在返回香港的途中，飛機失去了方向，最後要在非洲上空以跳
傘逃生，不料與殭屍分散，阿森和道士要四出尋找殭屍，同時遇上了一群非
洲土著，引起連場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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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開始就藉拍賣官的說話來介紹殭屍：
「這是西方典型的殭屍(typical European Vampire)，他來自歐洲，跟
中國殭屍有很大的分別。大家都知道十字架能把西方的殭屍制服，
但對於中國殭屍，則完全無效。強光和其他方法，也能將西方的殭
屍嚇跑，但中國的殭屍只受靈符的控制，這些黃色的靈符寫滿了符
咒。這是一件十分稀有和貴重的珍品，這木乃伊身穿精緻的長袍，
生前是十九世紀時的貴族。」
的確，比起《殭屍先生》，雖然殭屍保留了穿著清朝服裝、尖牙、長指甲和
四肢僵硬等傳統形象，但是其外貌變得清晰可辨，不再是醜陋和可怕的「活
屍」，而是變得平和。對於參與拍賣的外國買家來說，這是一件稀有的「收
藏品」，但對於阿森卻是家族的祖宗，他向競投的外國賣家表示「this so 
called mummy is my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I’ve to bring it back to 
my home tow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電影的中文字幕為「這個所謂殭屍
是我的曾、曾、曾祖父，我一定要把他帶回家鄉去，這是十分重要的」)。為
了證明這一點，他請道士協助證明。道士向殭屍施法，並將貼在殭屍額上的
靈符撕去，殭屍隨即「復活」，四處亂跳。這時，阿森叫在場的人暫時停止
呼吸，156他的競投者不以為意，差點被殭屍攻擊，幸得道士及時制止。道士
把靈符貼在殭屍額頭，並搖動道鈴，殭屍便乖乖地跟著鈴聲跳動。終於，阿
森在拍賣會上成功購回祖先。在回程的途中，卻發生飛機失事，他們被迫在
非洲上空以跳傘逃生。當時機上只有兩個跳傘，阿森更堅持要先讓他的祖先
得救。他們成功逃離機倉後卻與殭屍失散，更陷入了野獸的圍困之中。在這
一部作品中，殭屍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人性，例如要從機上以跳傘逃生時、
在面對巨人時，殭屍都表現出畏懼。同時，殭屍仍然帶有「怪物性」，不過
電影卻不斷去轉化其「怪物性」，將之變成正義的力量。
故事的主線發生在原始的非洲草原，當飛機失事，殭屍穿著跳傘跳出機倉，
地上的一群白人聯同其他土著綁架了土著歷蘇的族人，歷蘇正要營救他們，
可惜不成功。這時，殭屍突然從天而降，卻無意中助了他一臂之力。歷蘇因
好奇心撕去了殭屍額上的紙符，令他「復活」過去，他刀槍不入、力大無
窮，白人陣營的武器對他毫無效用，最終將他們嚇得落荒而逃，殭屍的「怪
物性」反而變成了正義的力量，並被歷蘇視為「天神」。此時，阿森和道士
卻急於尋找失散了的殭屍。當他們找到殭屍，道士企圖向歷蘇及其族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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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這是《殭屍先生》設下的傳統，暫停呼吸可以避過殭屍。
他能夠操控殭屍，像之前在拍賣會上證明殭屍是他們的，例如他用道鈴控制
殭屍前進。不過，歷蘇用他的鈴鐺同樣做到，而不像一開始拍賣場中的西方
人，全部被嚇壞，或者把殭屍視為異國珍品，殭屍成了二人爭奪的對象，而
不再是要對抗、消滅的對象。當阿森和道士成功領回殭屍，歷蘇的部落受到
貪圖該地的鑽石的白人攻打，他們更請來非洲的巨人幫忙。這個時候，阿森
和道士決定出手相助，派出殭屍與巨人對戰，將殭屍的怪物性(兇悍、跳屍、
尖牙)轉化成對抗敵人的條件。
《非洲和尚》基本上完全脫離了傳統的殭屍電影類型模式，雖然電影參照了
「湘西趕屍」中的歸根故事，但卻把殭屍和道士的組合搬上「國際大舞
台」，並將之他們轉化成反殖民主義的論述。在這樣的背景設置下，真正的
「他者」不是殭屍，而是那些白人和被白人收買了的土著。在電影中，來自
香港的道士和阿森是故事的中心，落後的土著是需要他們幫助的「他者」，
而白人和被白人收買了的土著則是他們的共同敵人，構成了一個「跨民族」
對抗殖民者的故事。表面上來看，香港人成為故事中終極的拯救者：與受害
的土著合力將殖民者(白人)擊敗，再將殭屍(中國)從英國(西方)拯救回家(香
港)。實際上，最終上演是一場民族大融和，而這種融和更可以分為兩個層
面：
第一點是中國與香港的融和。在反殖民主義的共同立場下，不論中港，他們
的的槍口都是一致對外，指向白人的入侵者。在殭屍與巨人對戰時，道士在
他耳邊說「民族之戰輸不得」(英文字幕為「You can’t lose. We’re Chinese」)，
殭屍卻被巨人嚇怕而退縮，於是道士罵他是「東亞病夫」，連阿森都指摘他
膽小，認為他「丟盡了中國人的面子」。
第二點則是跨民族的「第三世界民族融和」。在故事中，中國和非洲部落都
是受殖民者欺壓的民族，例如中國的文物 (殭屍)被迫用來拍賣，其實即是影
射當年八國聯軍入侵大量掠奪文物的事件；而非洲部落的人民、土地、資源
(鑽石)都是白人所覬覦的，於是他們不斷攻打其部落。然而，非洲部落的人民
面對這些入侵都是無計可施，無法應對，最終是靠殭屍和道士的幫助才能化
險為夷。兩個曾受到殖民者欺壓的民族合力進行反抗，在電影中更具體化為
殭屍、道士、歷蘇及其部落站在左邊，而白人和被收買的土著、巨人站在右
邊，雙方正面對峙，戰爭一觸即發。在眾人的刺激下，殭屍決定盡地一搏，
與巨人決一生死，並將他擊倒。他這一勝仗，維護的不僅是一群土著的安危
和民族面子，更象徵著跨民族的合作對殖民主義的反抗，以安撫中國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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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失去香港的情結。
《非洲和尚》中提出的「跨民族反殖」幻想同時對中港關係下了一個註腳：
在共同的敵人、反殖的前提下實現了中港的融和。事實上，香港回歸中國都
是展現了一種反殖的姿態，甚至是殖民主義的終結。然而，當我們反過來觀
察現實中的中港關係發展，卻只是對立而不見融和，文化評論人小西(鄭威鵬)
就提出，
「隨着中產階級（以戰後嬰兒潮一代為主體）興起，發展主義當
道，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反殖與反資本主義的性格，卻不無吊
詭地在剛剛萌芽的本土論述中逐漸淡出，為『香港vs.中國』的意識
形態所取代」。157
換言之，流行文化構想了一個中港的共同敵人──殖民者，在反殖的前提下
來舒緩中港的矛盾和對立，這一點在殭屍的「孩童化」中是一脈相承。不
過，反觀現實中的中港關係發展，這樣的自欺欺人的融和大抵只是一個流行
文化生產的幻想與維穩慾望，以打一場一百五十年前的「反殖之戰」來迴避
當前現實中的種種矛盾。
4.3「孩童化」作為「馴化」怪物的策略：與「怪物性」共處
在後殖民批判中，將被殖民者「孩童化」(infantilization)或把孩子氣(childish)
想像為「高貴的野蠻」是一種十分明顯殖民心態，而在流行文化中，這也是
一種對過去的「淨化」，把過去想像成純樸、幼稚、無威脅的。158而怪物的
「孩童化」其實是將「怪物性」轉化為童稚、可愛的特質，是一個「淨化」
的過程，把有害想像成無害，將怪物由恐怖想像成容易親近和共處。Dale 
Hudson就指出，《殭屍先生》中的殭屍象徵著香港與中國歷史的危險連接
(connection)，那麼小殭屍的出現其實是對這樣的關係作修正，159但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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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小西，＜回到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本土」＞，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8月5日。
《信報》網站，電子版本，2013年9月5日點擊，見<http://forum.hkej.com/node/104153>
158 John Storey就指出，當民俗文化(folk culture)變成了流行文化或中產文化，它所象徵的其實
是被理想化的過去，這種「理想化」同時是以否定、扭曲過去來建構一個浪漫的想像，並成
為了安撫現在與保障未來的記憶。Storey, John. Inventing Popular Culture: From Folklore to 
Globalization.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 10-15. 
159 Hudson, Dale. “Modernity as Crisis: Goeng Si and Vampires in Hong Kong Cinema.” Eds. John 
Edgar Browning, Caroline Joan (Kay) and Picart. Draculas, Vampires, and Other Undead Forms: 
Essays on Gender, Race and Cultu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9, p. 220.
當中的「修正」更同時置換了香港與中國的權力位置，把香港從備受威脅變
成「馴化」殭屍。
後殖民學者Nandy就指出「孩童化」其實是殖民對被殖民者負面的標籤，以放
大異文化的原始性、野蠻性，以合理化殖民主義對他們的「拯救」。160那
麼，在《殭屍家族》中，「孩童化」同樣是放大了怪物的原始性，不同的
是，電影對此並不是站在文明的高地以歧視或取笑的姿態來對小殭屍作出審
判。相反，在殭屍電影中，怪物的「孩童化」反而讓「怪物性」在文明的社
會環境中找到一點生存的空間，為「我──他」之間的權力關係建立了協商
的空間。
4.3.1《殭屍家族》：殭屍作為朋友
首次出現「孩童化」殭屍的是《殭屍家族》(劉觀偉，1986)。電影講述黑市古
董商(鍾發飾)及其學生在古墓中發現了一家三口的殭屍家庭，並打算將他們出
售外國商人圖利，但因不小心撕開了靈符，全部的殭屍復活。在混亂中，南
(樓南光飾)被殭屍咬傷，小殭屍也失去蹤影。中醫師林正英(林正英飾)發現他
身上的屍毒並不尋常，於是與女兒阿芝(李賽鳳飾)及其記者男友夏友仁(元彪
飾)一同尋找殭屍下落。另一方面，失蹤的小殭屍無意闖入胡家，被胡嘉嘉(韓
詩雨飾)兩兄妹收留，並成為好朋友。在影片中，導演借用殭屍本身怕光與偷
渡至港的「小人蛇」(電影中解釋為「想來香港住，但香港政府不批准的小
孩」)是「見不得光」(不能被發現)的特點，將小殭屍比喻為偷渡到港的小
童，而電影主要以小孩的視點來處理小殭屍。
殭屍其實就是一個落後、原始的象徵符號(他們在地底已經超過一百年)，突然
來到現代的香港，對於它來說，這一切都是新奇、有趣。他在失蹤後首先被
嘉嘉發現，雖然小殭屍的外貌(灰臉黑眼)、衣著獨特(身穿清服)，而且不會說
話、也不會走路(只會僵直跳動)，但是她並不以為意，而且誤會小殭屍是可憐
的「人蛇」，於是幫它隱瞞身份，又讓它留在家中。對於嘉嘉而言，小殭屍
的怪物性更是充滿了樂趣。當它看到嘉嘉房間的玩具時，更可以隔空移動物
品，嘉嘉不但不害怕，而且大讚「有趣」，還急不及待告訴哥哥。她哥哥一
開始也被小殭屍嚇得不敢正視它，小殭屍卻伸手示好，並用法力將他升上半
空，令兩兄妹都開心得拍手。他們趁爸爸上班，決定帶小殭屍與其他朋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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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群小朋友看到小殭屍都十分好奇，但仍然十分友善，還幫他取名「OK
仔」。他們知道小殭屍不能見到陽光，於是為他戴上頭巾和太陽眼鏡，並一
起到公園遊玩、坐電車。當受到欺侮，小殭屍又會替他們「出頭」，用法力
作弄其他小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嘉嘉兩兄妹與小殭屍已經建立了友
情。後來，嘉嘉的父親發現子女在家中「窩藏」了小殭屍，堅持要報警處
理。這時，小殭屍的父親聽到兒子發出的哭聲來到胡家，要帶走兒子。殭屍
爸爸捉住了嘉嘉，企圖傷害她。小殭屍有見及此，馬上推開父母，阻止他們
傷害他的朋友。小殭屍為了安慰受驚的嘉嘉，向她伸出了友誼之手，還展露
難得的笑容。最後，小殭屍的父母被道士(林正英飾)消滅，這時嘉嘉向父親提
議收留小殭屍。
嘉嘉：爸爸，你不要讓警察叔叔捉走OK仔，不如我們收留他，好不
好？
胡父：小時候就說好，那長大了怎麼辦？他會吸血的嘛！
哥哥：不怕，我有很多血呀！
這時道士剛好進入屋內，兩兄妹馬上擋著小殭屍：
兩兄妹：不要，不要，叔叔你們不要呀！
胡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了！他也救過我們，我真的不忍心！
嘉嘉：不要呀！叔叔，你真的要捉他嗎？
夏：妹妹，你很喜歡他嗎？
嘉嘉：是呀，他很乖的，不欺負人的。
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小殭屍與小朋友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從小朋
友的角度去看，殭屍的「怪物性」為他們帶來的更多是樂趣，甚至設法令小
殭屍可以融入現代的社會環境。換言之，電影中的「孩童化」是雙向的，怪
物被「孩童化」，其實他的怪物性並沒有消失，但是只有當「自我」也「孩
童化」了，才能突破對怪物性的理解，並嘗試與之共處，而非只有排斥和恐
懼。最後，小兄妹被說服，小殭屍則由道士帶走。下落不明。直到一九八九
年，林正自導自演的《一眉道人》可以說是《殭屍家族》的延續和回應，並
進一步把小殭屍和道士的關係改變
4.3.2《一眉道人》：殭屍與道士由敵對變成父子
這個類型的一貫的傳統，殭屍與道士都是的敵對關係，而道士的敵人就是殭
屍，然而在《一眉道人》中，真正的「他者」／敵人其實是吸血鬼。在傳統
吸血鬼電影，通常是由吸血鬼獵人出手，看到吸血鬼時就要用十字架、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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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木釘等來對付吸血鬼，不過道士卻依然是利用傳統道術來對付吸血鬼，包
括用金錢劍、紙符等等。故事講述小殭屍是一眉道人秘密收養的「小孩」，
與另外兩個徒弟阿豪(錢小豪飾)和阿方(呂方飾)一同生活，四師徒生活融洽，
時有趣事發生。直到一日，鄰鎮出現嚴重的水污染問題，一眉應村長的邀請
前往查探，這才發該鎮有殭屍(吸血鬼)出現。後來，工人在工地發掘出一具死
屍，但警長(樓南光飾)及其表妹(吳君如飾)因貪圖其胸前的寶石，無意中令吸
血鬼復，最將警長的表妹咬傷，令她變成吸血鬼。原來吸血鬼的前身是傳教
士，復活後潛伏在重建中的教堂，威脅一群修女的安全，最後由一眉道人將
吸血鬼消滅。
對比起來，小殭屍比之前的形象更為活潑、可愛，也更有人性，而電影也花
了不少的篇幅對小殭屍與道士的「父子關係」作仔細描述，更經常藉由道士
的徒弟來強調他們「父子情深」，例如電影一開始就描述小殭屍與兩個師兄
玩耍時不小心被月光「曬傷」，從樓梯滾下，剛好被一眉接著。面對頑皮的
小殭屍，道士流露出一副慈父的模樣，輕打它的屁股責備其頑皮，卻發現小
殭屍失去了知覺，道士立即施法，用道術幫它復元。小殭屍好起來後，本來
要受懲罰，它卻馬上為道士送上香煙「拍馬屁」、又指手劃腳地向一眉「告
狀」，最後成功避過一劫。的確，小殭屍與道士的關係特殊，感情深厚，而
且它經常在道士遇到尷尬、困難及時出現解救，從敵對變成互相合作。
在吸血鬼「復活」後，警長的表妹首先被咬傷，她開始變得怕光、長出尖
牙，逐漸變成吸血鬼，當她企圖攻擊其表哥時被一眉阻止，警長卻以他刻意
對其表妹動粗，遂將他鎖入大牢，手腳被綁起的他卻成為了吸血鬼的目標，
正當女吸血鬼要向他下手時，小殭屍帶著炸藥來到大牢，將吸血鬼炸得粉
碎，救回一眉。然而，由傳教士變成的吸血鬼仍然在教堂肆虐，一群修女的
性命受到威脅。在以往的傳統中，通常都是由道士及其徒弟合力將怪物消
滅，但是在這部電影中，擔任這個工作的卻是小殭屍，雖然它沒有敏捷的身
手，但就總是能夠及時出現解救道士，最終更幫忙消滅吸血鬼。
事實上，《一眉道人》與《非洲和尚》中「馴化」殭屍的反殖論述有類似之
處：中港聯手對抗西方的殖民者。在電影中，吸血鬼的前身是遠道中國的西
方傳教士，是一個西方宗教的象徵符號，後來才變成吸血鬼，而需要被拯救
的卻是一眉宗教上「他者」──教堂修女，161將以傳統反殖、拯救的論述推
至極限，展現為不分「我──他」的偉大精神。這群修女天真、無知，面對
53
161 電影中也有講述修女向一眉傳道，不過被他以「你不用跟我『講耶穌』」拒絕。
吸血鬼只知害怕，驚慌失措而要向一眉求救，扭轉了殖民主義中對被殖民者
為女性化、欠缺陽剛的定型。當道士最後在教堂中與吸血鬼正面交鋒時，小
殭屍看到吸血鬼也被嚇一跳，但由他的送上的炸彈卻及時救了大家。小殭屍
的出現，一方面改變了殭屍可怕、恐怖的形象，其「怪物性」在人類世界中
更被利用和發揮，變得令人又愛又怕。另一方面也實現了香港人對一個「前
現代」、落後的「中國他者」的「馴化」，這不但重建了秩序，還將中港融
和轉化為反殖的力量。
4.4 小結
綜合來看，電影對殭屍的「馴化」其實同時處理了如何與恐懼的對象共處的
問題，而這一點對於後殖民處境中的香港和香港人都極為重要。在現實中，
回歸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不論香港人對中共有多大的抗拒、反對或恐慌，這
已經是勢在必行。這種不安投射了在香港的殭屍恐怖喜劇中，將怪物／殭屍
的出現呈現為對血緣和倫理秩序的破壞，並一步一步建立出應對的方法，而
收編和「孩童化」都是針對殭屍的「怪物性」而產生的「馴化」策略，最終
得以與怪物／殭屍及其「怪物性」共處，甚至在想像中重建血緣和倫理的關
係。在這個恢復平衡的過程中，道士就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個既能克制
殭屍，又能被「自我」認同的角色，又應該如何解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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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恐怖喜劇的後殖民解讀之三──道士的「吸納」
上一章，筆者透過選取的文本對殭屍一角的轉變作了詳細的解讀，本章將集
中解讀道士一角。在此，道士和道術是指電影中的文化想像，而非現實中以
此為職業的道士。本章旨在探討道士和道術作為香港觀眾的文化想像，其實
是實現香港人對中港關係的一種幻想。對於香港的觀眾而言，道士是一個代
表正義的角色，同時也是一種對中國文化遠源的認同與接受。然而，他身上
的「前現代」特質和潛在的「怪物性」卻令他不能完全與「自我」等同。而
電影對他的「吸納」(Incorporation)其實就是將他與「自我」的距離拉近，從
而實現了以香港為本位對「他者」的「吸納」。換言之，電影的作用是令觀
眾保守的、想像的潛意識和慾望得到了滿足。162
正如筆者在第一章中提及過，這類的殭屍恐懼喜劇同時繼承了諧趣功夫喜劇
的傳統，而功夫的部分主要落在道士／及其徒弟身上，功夫本身其實呈現了
中港之間的模糊性。163在電影中，道士並非一個只懂得施法驅鬼的術士，他
同時是一個身手不凡、武功高強的英雄，以功夫與道術的結合來對付殭屍。
更重要的是，他其實是恢復及穩定被殭屍所破壞的「秩序」的關鍵人物。然
而，道士及其道術都是一種神秘力量，是神話式的「前現代」想像，與現代
文化、價值相對，同時亦是一個性別問題。164吊詭的是，這種力量一方面構
成了道士的男性陽剛，而且是必要的、不能消除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彰顯
了道士的「他者性」／潛在的「怪物性」，且不斷需要與現代社會、文化協
商，而電影就成為了一個獨特的媒介，並透過對道士的「吸納」來完成兩者
的融合。Peter Brooker 就指出「吸納」其實是抵抗的、創新的文化形式反過
來被主流文化採用、轉化或吸收，最終被商品化或主流化的過程，例如「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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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劉立行，《電影理論與批評》，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133。
163 這是李小良提出的論點，詳見Li , Siu Leung. “Kung Fu: Negotiating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Culture Studies. Iss 3-4. Vol 15. 2001. pp.515-542.
164 J’annie Jobling在分析美國作家Le Guin 的作品《地海傳說》(A Wizard of Earthsea)時就指出
作品中的道家思想，而當中對「魔法」(magical power)的呈現和理解更是充滿了父權意識形
態和以性別來分配，將女性／女性化隔絕在外，而男性的陽剛(masculinity)亦在透過對女性／
性的壓抑來維持。因此，擁有「魔法」的男性要變得平凡其實是要先「學會」與女性相處。
詳見Jobling, J’annie. “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ce. Earthsea: ‘Only in silence the word’.” 
Fantastic Spiritualities: Monsters, Heroes and the Contemporary Religious Imagination. London; 
New York: T&T Clark, 2010, pp.84-102.
克」(punk)文化。165他同時提出可以借用Raymond Williams的觀點，從權力和
論述的操作的層面來看，「吸納」更可以理解為霸權(hegemony)的操作，即
社會意識形態、論述力量的協商和角力。166而道士所象徵的「前現代」文化
正正是一種對文明、理性、科學的現代文化的對比與抵抗，令他在一定程度
上成為一個「他者」。同時，他與他的「法術」又是極為有用、有效 (只有他
能對付殭屍)，因此對他的「吸納」其實是一種力量轉移的幻想。
在大部分的電影中，道士都是孤家寡人的男士，也是一個極為陽剛(masculine)
的角色，他的男性陽剛(masculinity)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身體來建構和展現。
洛楓在分析成龍在電影中呈現的男性特性時就指出「個人身體」是他建立和
展示「男性特質」一個重要的場域，並建立了勇猛、正義、堅毅的形象，另
一方面面對女性時的憨厚、不知所措又突出了他的陰柔特質(femininity)，使
他受到各年齡階層歡迎。167然而，道士的特殊在這個身份同時要求他禁慾、
不近女色，168而這種對性／異性的壓抑其實是反過來強化他的男性陽剛，令
他成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對象。因此，對道士的吸納其實是要把他變得
更像香港人的普通、平凡的現代男性。以身體、性別來比喻中國「他者」，
其實在九十年代初的香港電影中也有出現。雲龍對張堅庭的電影《表姐，你
好嘢！》(1990)以「他者」來處理鄭裕玲所飾演的「表姐」鄭碩男。她在電影
中是一名來自內地的女公安，她強悍、能幹，而且具有一定的陽剛性，而電
影借由香港男性對她的征服作為處理香港人對中國的不安的手段：
「由於『表姐』不過是以陽剛氣質暫時奪取權力，只要有角色能
『喚醒』其陰柔氣質，便可將她征服，消解對男性／香港的威脅。
故此，代表『香港』的男性角色與她接觸，揭露其與自身文化習慣
的差異，藉著變熟悉、親近，並發展瞹眛的戀愛關係，便是一趟去
魅化過程。從角色的男女性別設定，可以看到電影的香港本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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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在道教中，禁慾／淨化身心是道士修道／修行的要求之一。見陳耀庭，《道教神學概
論》，香港：青松出版社，2011，頁180。
想：扮演威脅者角色的內地女性他者，最終還是迷上香港男性……
電影更將『表姐』設定為充滿性幻想的角色，面對香港男性的誘
惑，表現不知所措，欲拒還迎。她的拒絕──性壓抑──源於無法
放下信奉的共產主義思想，以及她的黨代表身份。故此，其女性身
體與欲望，是中港意識形態的交鋒場域。」169
雖然從性別上來看，「表姐」是女性，道士是男性，但是兩者的共通點是具
有強烈的陽剛性。不同的是，對於「表姐」，她的異質性最終是可以被消
除，並且被「香港」征服，但對於道士，他的差異性是不能夠被消除，例如
他要對付怪物，他的法術仍然是必要，需要繼續保留。因此，他一方面要融
入現代社會，另一方面現代文化也要接受他，其實最後是一種互相的妥協。
對於香港人來說，道士是一個可協商的對象，同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象徵性
符號(symbolic)。他作為一個處於「前現代」與「現代」的象徵符號，也是透
過這樣一個「非絕對他者」才能打開二元以外的可能性。在電影中，他一方
面是正義人物，另一方面是他所象徵「前現代」的中國文化和傳統價值都是
香港「現代化」的前身。170由「前現代」進入現代，意味著與傳統的斷裂，
然而，在道士這個例子上，我們卻看到「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互相協調和
妥協，而在道士被現代文化「吸納」的過程中，他逐漸變得與香港人越來越
相似，將他的神秘力量慢慢轉移到一個香港人手上，而非由「他者」擁有，
令「前現代」與現代間得以融合。
道士是一個特殊的角色，原因是他的「他者性」的構成相當複雜。道士和道
術作為一種傳統的、「前現代」的文化想像，建構了一個充滿神秘感、傳奇
性的「魔術世界」，而道士正正就是掌握「魔法力量」的人。這種神秘力量
使他成為了英雄，卻也構成了他潛在的「怪物性」。「怪物性」本來是用於
怪物研究，但同時也可以用來解讀人類一些非理性、不正常的邪惡行為，例
如Shilinka Smith和Shona Hill就嘗試以這一概念來分析不同時期對謀殺者的
「怪物性」的解讀，並指出在當代社會中只是一些特定的謀殺行為會被視為
是怪物／「怪物性」的。171Cecil Chabot分析克里人(Cree)的「食人」
(Cannibalism)行為，並以該族傳說的怪物「witiko」來比喻他們這種沒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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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雲龍，＜「表姐」：他者夢魘與消解＞，香港電影評論協會，2012。香港電影評論協會，
電子版本，2013年9月8日點擊，見<http://contest.filmcritics.org.hk/page.php?file=review_106>
170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陳清僑編，《文化想像
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42。
171 Smith, Shilinka, Shona Hill. “Monstrous Murderers: Historical Execution Narratives.” Eds. 
Elizabeth Nelson, Jillian Burcar & Hannah Priest. Creating Humanity, Discovering Monstrosity: 
Myths & Metaphors of Enduring Evil [e-book]. UK: Inter disciplinary Press, 2010, p.17-25. 
的行為。172換言之，「怪物性」這個概念的應用並不是只局限於怪物的研
究，而是可以借用來解讀／比喻一些與怪物類似的行為。筆者之所以借用這
個概念來解讀道士一角，其實是要指出擁有「魔法力量」的道士意味著他帶
有一定的、潛在的「怪物性」／「他者性」，尤其當運用不當，很容易就會
變成傷人、殺人的力量，例如《鬼打鬼》、《殭屍翻生》中的道士就是利用
其法力操控殭屍殺人。然而，道士又必須具備這種力量，因為這是唯一可以
對付殭屍的方法，所以對他的「吸納」其實是要避免這種力量落入「他者」
／「非絕對他者」手上。在接下來的部分，筆者會在第一節中透過電影《殭
屍先生》說明道士的潛在「怪物性」／「他者性」，第二、三節則分別從語
言和性別的角度說明他是如何被現代文化所「吸納」。
5.1 道士作為「非絕對他者」：從《殭屍先生》說起
早在《殭屍先生》之前，香港就已經有以殭屍為題的恐怖喜劇。在八十年代
初的殭屍電影中，道士其實不是電影的主角，而《殭屍先生》是首部以道士
為主並作仔細刻劃的作品。在電影中，道士的形象和角色塑造都是十分傳
統，包括他的衣著、言行和性格，例如他穿著長衫／道袍、不近女色／禁
慾、時刻保持威嚴等等，並開始浮現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例如電影會仔細
地描述傳統、落後的道士對西方的文化禮儀也不熟悉，更在咖啡室中出糗，
甚至將他與怪物／怪物性重疊。
　　　　　　　　　　　　　　　　　　　　　　　　　　　　　　　　　　　
在《殭屍先生》中，道士九叔(林正英飾)是一個受人尊重、堅守傳統的師傅，
他不但充滿了男子氣概和正義感，而且身手非凡又擁有法力，能夠驅除鬼
怪。電影既突出他的「異能」和潛在的威脅性，同時也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將
他平凡化，他的威嚴更經常被頑皮的徒弟們瓦解，令他變得更為平易近人。
例如開場時文才(許冠英飾)和秋生(錢小豪飾)拿著掃帚追趕玩樂時，秋生卻不
小心打到九叔，九叔追打他們，嚇得他馬上逃回家。在傳統的倫理關係中，
這是大逆不道的事，在電影中卻為道士增添趣味和親切感。然而，道士也有
(潛在)的威脅性／怪物性。在任老爺(黃蝦飾)被任老太爺變成的殭屍所殺後，
九叔馬上意識到是殭屍作惡，但是警長威(樓南光飾)卻指摘九叔是兇手。雖然
在這一幕中，觀眾知道威只是冤枉九叔，草率了結案件，但同時巧妙地利用
九叔與殭屍的類似點(長指甲)，透露了他潛在的「怪物性」，將他變成了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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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而面對這樣無理的指控，九叔也無法作出反抗。對於村民來說，他們一
方面希望盡快捉拿兇手，另一方面也是相信道士有這樣的殺傷力。在這一
刻，道士是人還是怪物也變得難以區分。直到後來眾人目擊殭屍作案，九叔
才得以洗脫嫌疑。
在暫時解決殭屍的問題後，九叔又發現徒弟秋生被女鬼小玉(王小鳳飾)迷惑，
並出手拯救徒弟，與女鬼展開對戰。然而，秋生卻中了小玉的幻術，每當他
看到九叔，九叔都幻化成淫穢、邪惡的威(警長)，他所施的法術、治鬼之道在
秋生眼中都只是企圖侵犯小玉的行為，並毫不留情地出手攻擊其師傅。這樣
的表述，將道士的法力瞬間被轉化成充滿獸慾、攻擊性與可怕力量，變成可
怕的「他者」，甚至連師徒的界線也被打破，直至小玉離去，秋生才回復正
常。雖然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道士都是一個正義凜然的英雄，但是電影卻同
時透露了他潛在的「他者性」／「怪物性」，強化了這個角色的模糊性。而
在接下來的作品中，就是針對著這一點，逐步實現將道士「吸納」的幻想，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特徵見於語言。
5.1.1 道士逐漸被港式現化社會「吸納」
從一開始的《殭屍先生》，道士是一個不懂西方文化、西式禮儀，令他與現
化文化格格不入，甚至因為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而鬧出不少笑話，例如當任老
爺找他看風水時相約在一間西式的咖啡廳見面，本來他打算一個人赴約，後
來他想「我也沒有喝過西茶，萬一出洋相不就好丟人。不，還是把文才帶
去，萬一出醜也有他先頂住」。到了咖啡廳後，二人看不懂餐牌上的英文而
胡亂點了咖啡，當咖啡連糖和奶一同送上，任老爺的女兒任婷婷卻故意作弄
他們， 將咖啡、糖和奶直接倒入口中，文才「有樣學樣」，九叔卻只能假裝
自己其實喜喝苦澀的「齋啡」。最後兩師徒又以為「蛋撻」也要加糖加奶，
結果大出洋相。這種以現代的目光嘲笑、作弄落後和傳統的文化，也是電影
用來製造喜劇效果。隨著道士融入和掌握現代文化，傳統與現代逐漸融合，
道士也開始現代化，這個進程既是他自願的，亦是為勢所迫，以妥協換取在
現代的社會中保留「前現代」的文化。
在《殭屍家族》中，道士在現代社會已成為了沒落的行業。173多年沒有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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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事實上，在同一時期的其他電影如《驅魔警察》(董瑋，1989)、《鬼打鬼之黃金道士》(陳
會毅、李擎柱，1992)，均由林正英飾演道士，就已經出現「道士」沒落的故事，此一職業敵
不過現代社會的發展而息微，而為了融入這個環境，道士也需要慢慢「本土化」，才得以繼
續生存，例如以警察、保安為正職，當有鬼怪出現時，他的才能、法力才「有用武之地」。
的他也必須要翻查古書才知道如何對付殭屍。從外表而言，他的打扮更為現
代，以灰色有領上衣、西裝和西褲的形象出現。同時，他亦是一個父親，並
心繫家中的事業與女兒的終身幸福，與以往「孤家寡人」的道士相當不同。
雖然在電影中，他正義凜然的個性不改，但是與過去那個落後、守舊而傳統
的道士相比，他更能融入現代的社會環境中，而更明顯的是道士由原本一句
英文也不懂，變得略知一二，尤其在向警察求救時更叫道「不要走，help 
me」。《殭屍家族》的一個新嘗試就是試圖以現代科技(化學物品)取代傳統
的道術，例如「遲鈍劑」、「大光燈」和「麻醉劑」等對殭屍能起作用。首
次發現殭屍是在古董商的實驗室，當時室內充滿了「遲鈍劑」的氣味，吸入
者包括殭屍的動作因而變得遲緩。當道士來到現場，他立刻換上黃色的道
袍，帶著桃木劍衝入場內，卻因吸入「遲鈍劑」，令本來驚險刺激的對打場
面頓時變得遲鈍，他不再像以往般快、狠、準，而那過長的道袍變成了他逃
生的阻礙。最後在對打的過程中更弄斷了桃木劍，彷彿宣告著傳統的告終。
後來，兩隻殭屍大鬧市中心，這時道士馬上刺穿氣油桶，用掃把把氣油圍著
貨櫃車抹地，再用手槍對準開槍，形成火圈，與以往他只是用靈符、法術就
可以點火的情況不同。可惜殭屍還是逃走了，他們一路追到胡家，道士用僅
有的半把桃木劍殺死了其一隻殭屍，另一隻則被警方的「大光燈」、「火箭
炮」、「麻醉槍」和「二硫碘化鉀」所傷，最後由阿仁和道士補上一槍「二
硫碘化鉀」，終將之消滅。這些對道士的呈現，其實可以看到電影是將傳統
與現代作進一步的結合，並用文明、理性的手法來面對殭屍，在一定程度上
偏離了殭屍傳說的傳統，例如道士必須要用法術、黃符、桃木劍和糯米等才
能治殭屍。而為了讓傳統在現代中得以繼續生存，道士也要作出妥協，適度
地放棄傳統以適應現代社會的處境。不過，這種比較脫離類型傳統、也相對
荒誕的劇情對觀眾就未必太受落，所以類似的作品在之後也比較少見。
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殭屍「恐怖喜劇」的數量並不多，《非洲和尚》是另一
個例子，對於傳統與現代也有不一樣的詮釋。如果說《殭屍家族》是試圖摒
棄傳統，那麼《非洲和尚》則是重申、強調傳統的價值。在這部電影中，道
士可說是「名正言順」地代表香港。雖然在電影中道士回復了傳統身穿道袍
的形象，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價值、身份，但是他的
性格其實已變得十分現代。道士林正英來自香港，受聘於「鄧氏宗親會」到
英國「執行任務」，將鄧氏的祖先(殭屍) 安全運回香港。面對西方的文化，
道士不但鄙視，而且十分反感。相反，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化、原始的土著文
化，他卻表示認同和讚賞。在拍賣會上，道士用傳統道術嚇唬住一群外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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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當日正是西方的萬聖節，他一踏出場外就看到一群打扮成各種鬼怪、人
物的外國人，第一句就是「進了地獄嗎」，而外國人見到他們也誤以為他們
是穿的是扮演服裝的人。在人多混亂的情況下，道士與殭屍失散，殭屍被三
個黑人打劫，卻差點把他們殺死，幸好道士及時出現，並拋下了一句「人不
犯鬼、鬼不犯人」(原句應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便領走了殭屍。
從道士身上，可以看到他對於外國人的文化、態度的不屑和鄙視，但對中國
的文化、智慧卻十分認同。二人帶同殭屍乘坐飛機離開英國，不料飛機的指
南針失靈，道士便拿出「羅更」說「你不知道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嗎？這
麼忘本！」。不久，機上的油已消耗光，外國機師求救無門，便向阿森表示
機上有兩個降落傘，道士馬上拿起一個背包，機師要求道士替他穿上，接著
便自行逃生，道士便說「『鬼佬』最沒有道義」，不料道士給他穿的是普通
背包，更表示「這個時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還有甚道義可言」，以一
種以牙還牙的態度來面對「沒有道義」的人。道士對中國文化的重視更可體
現在許多細節，例如當二人在草原上搜索殭屍，當阿森用英文與他講述尋找
殭屍的計劃時，他就以「半咸半淡」的英文回應：
林：「the sun is very “shine”(曬)，you talking too much, you tongue will “lose 
skin” 」。
森：「你說什麼呀，大師？為什麼我聽不明白？」
林：「我也不明白呀，中國人說什麼「番話」（英文）呢！我說太陽那麼
曬，你說這麼多話，小心舌頭脫皮！」
後來遇到歷蘇及其族人坐在挖空的坑道中，阿森以為他們在捉田鼠，道士卻
說「一看就知道是醫腿的。這種土法治療是源自中國的」，隨即加入他們，
怎料歷蘇等人是在「引蛇出洞」，結果道士被蛇咬傷，歷蘇等人便好心把他
帶回其營地休養。從這兩部電影的呈現，可見道士被現代文化的「吸納」，
並且明顯見到道士混雜化、香港化的中國身份。
5.2 對道士的「吸納」：從性禁慾到港式的「性啟蒙」
正如上所言，對性的壓抑是強化道士的男性陽剛和神聖性的重要一環，令他
與現代文化更加格格不入。事實上，在《殭屍家族》中道士就已經不是所謂
的孤家寡人，而是有一個女兒的單親父親，電影對他的太太亦完全沒有交
代。雖然他有了父親的身份，但是他仍然保持著傳統的那種男性權威與陽剛
性。道士真正開始與女性接近，即被「性啟蒙」其實是在《殭屍至尊》(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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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1989)開始。
在香港的「自我」內涵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形成的
「殖民現代性」，並透過殖民經歷來建立起自身獨特的現代文化。潘國靈就
指出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性」既非「純西方」或「純中國」，而是一
種「交匯」和「混雜」的草根文化，並且有強烈的外向性。174筆者認為這種
「外向性」具體體現於香港在面對中國這個比自己落後的「他者」上。在殖
民主義的形構下，香港是殖民事業下一個「被文明化」的主體，但是面對中
國時卻成為了「文明化他者」的主體，承擔著一個「啟蒙者」的使命。不
過，在大眾文化的想像中，這種「文明化」卻被低俗化，並與「性啟蒙」等
同。如果我們回想第一節中提及過的「表姐」的例子，「表姐」的性壓抑是
源自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令她變成了一個「他者」。而透過喚起其女性特
質，即是將她變成一個香港人(男性)可慾、可征服的對象，這其實是以「性啟
蒙」直接將「表姐」變成一個完全符合香港現代文化想像的女性主體。然
而，對道士的處理卻要比「表姐」來得間接一點。
道士與「表姐」的不同在於他是一個權威、陽剛的「類父親」角色，他對性
的壓抑是源自傳統、宗教上的約束，以確保他的神聖性。同時，他的「前現
代」力量是維持殭屍與人的秩序的關鍵，而且不能輕易地被任何現代科技或
發明而取代。換言之，對道士的「吸納」不是一種完全的「文明化」或「現
代化」，而是要保留一定的界線。因此，將道士從「無慾」慢慢變成「有
慾」、從「特異」變成「平凡」，由一個相應的「前現代」女性來完成，雖
然她們都帶有一種主動、開放的現代特徵，但卻不盡是現代的／香港的。藉
由傳統女性「喚起其性慾」來將道士平凡化是比較間接的手段，一方面是要
克服道士潛在的「怪物性」，另一方面將他變成更貼近香港人想像的平凡、
普通的男性，以減低他的威脅感，同時保留他的力量。
5.2.1《殭屍至尊》：初次的「啟蒙」
電影講述每年七月鬼門關便會打開，鎮上的戲班特別在這一晚做大戲給遊魂
野鬼欣賞，一般的人則要迴避。道士 (林正英飾)的徒弟文才(黃斌飾)卻不知好
歹走入劇場，其師兄秋生(錢小豪飾)為了「救他」而被女鬼小麗(吳家麗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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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網站，電子版本，2013年9月5日點擊，見
< http://www.lawpun.com/?mod=iColumn&cmd=showCAS&caID=369>
迷，最終導致眾鬼走失，得罪了地府的鬼差。道士為了幫兩名徒弟「補
鑊」，特意與鬼差談判，答應幫他們找回所有鬼魂，並找來師兄石堅(劉洵飾)
幫忙。然而，石堅及其子石少堅(劉子揚)與林本來就不和，於是處處留難。石
少堅更心懷不軌，企圖以靈魂出竅的方法強暴錢家小姐。後來，他的詭計被
文才和秋生揭發，在他的靈魂出竅後移走其肉身，令他變成孤魂野鬼，不
料，其肉身卻被野狗吞食，石堅發現後，不但利用法術將兒子變成行屍，更
為了報仇而走火入魔。石堅為了留難林幾師徒，要求他們到殭屍林中取「棺
材菌」，又在背後施法，企圖借殭屍殺害三師徒。
在以往的電影中，道士都被尊稱為「叔」，強調他的男性身份和地位。不
過，在《殭屍至尊》中，道士就產生了相當大的改變，在一開始就為道士取
了個相當女性化的名字林鳳嬌。175道士一直都不敢被其他知道他的真實名
字，秋生偷看到他的簽名後也忍不住取笑他。而更加激進的是道士失去了他
的「初吻」。
故事講述三師徒在到殭屍林取得「棺材菌」後，開始被殭屍圍困。一開由文
才和秋生以口互傳，而「以口互傳」其實就是相吻，是一個十分親密動作。
由於「棺材菌」十分陰寒，一般人都不能夠抵受，他的兩個徒弟都受不了其
寒性，於是找來小麗幫忙。小麗是女鬼，本身就是陰寒之體，所以可以幫
忙。然而，當文才和秋生想藉機親她時，她就以自己仍是黃花閨女拒絕。這
時，文才已經快受不了，所以忍不住將「棺材菌」傳給道士，他快速用口接
過，並要在殭屍群中殺出重圍。這時他看到秋生和小麗，並想將「棺材菌」
傳給秋生，不料秋生轉身躲開，他一下就親向了小麗，令他十分尷尬。不
過，這也得以讓他們三人可以對付殭屍群。在消戚了殭屍之後，他們仍然要
想辦法將「棺材菌」帶回去，這時小麗帶著「棺材菌」出現，道士要求她吐
出，而在一邊的秋生更立刻把臉湊過去，小麗卻表示「我才不要跟你(秋生)嘴
對嘴，我要跟他(指林)。」林一陣錯愕，小麗就已經上前對他深情一吻。他一
時不知所措，小麗更指自己是女鬼，不會害怕陰寒的東西，希望林親回她。
這時，林轉向文才，接著要求徒弟二人嘴對嘴，直至將「棺材菌」送到石堅
住處，自己便落荒而逃。這一幕對道士的形象就有很大的顛覆，以女性的陰
柔喚起其男性的慾望，實際上是對他進行「性啟蒙」。
不但如此，到了結尾，三師徒合力對抗走火入魔的石堅，卻不成功，需要小
麗的協助。在林的批准下，最後由小麗冒著生命危險幫忙拼出完整的八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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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當年的當紅影星，後來與成龍結婚。
案，才將石堅打敗。事實上，在《一眉道人》中亦出現過借助女性力量擊敗
怪物的情況：在結尾時道士利用修女(Maria Cordero飾)的身型和重量，配合其
身手，最終將吸血鬼埋在沼澤中。不同的是，前者仍然是以道士的力量為主
導，甚至突顯出道士男性身體的力量和機智。然而，在《殭屍至尊》，女性
的力量卻發揮了主要的、關鍵的作用。如果在當時危急的關頭沒有她的幫
助，三師徒就無法消滅石堅，打破了過往道士為絕對權威的地位。
5.2.2《非洲和尚》：道士之「初嘗禁果」
正如筆者在上一章提過，《非洲和尚》其實是一部跨民族的、「反殖民主
義」論述的作品。而在電影中，道士也表現得十分現代，尤其他對性的看法
和處理。當道士在歷蘇的營地休養過後，據說非洲的部落會以美女替賓客整
理床舖，並與上賓睡覺表示歡迎，阿森以保護道士的名節為藉口表示願意代
替他，不過遭到拒絕，道士就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來合理化自己
「破戒」的行為，最後決定親自上陣。
如果我們對比以往的殭屍電影，道士往往是一個象徵落後、保守文化的角
色，但是在《非洲和尚》中，面對非洲土著文化，他卻成為了現代、文明的
代表。在歷蘇帶領他和阿森離開草原時，他就表示「他(歷蘇)是帶我們重返文
明」，並且將他自己也跟文明劃分為一個文明的主體。最後他更將道袍、殭
屍袍、法具留在非洲草原的舉動更是暗示了他與傳統、「前現代」文化的一
個告別，而他已經投身於現代社會。176
5.2.3《新殭屍先生》：完全的「性啟蒙」
《新殭屍先生》講述英(林正英飾)受托幫助師妹蓮得了怪病的丈夫大龍(樓南
光飾)治病。蓮在年輕時是英的師妹，今已嫁作人婦，並且懷有身孕，可惜遭
奸人所害，她懐是其是魔胎。英卻仍然孑然一身，但是其師妹「蔗姑」(吳君
如飾)卻對他情有所鍾，更不斷用方法引誘他。在英的診斷下，原來大龍不是
得到怪病，而是中了殭屍毒，並需要由殭屍尖牙磨成的粉末才能根治。為
此，英及其徒弟想盡辦法在「殭屍鎮」取得牙粉，不料蓮所懷的乃是「魔
胎」，最終面對殭屍、魔胎的雙面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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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在《非洲和尚》之後就幾乎沒有再以「恐怖喜劇」形式出現的殭屍片，隨後出現的多為恐
怖片例如徐克的《殭屍大時代》(2002)和麥浚龍的《殭屍》(2013)，或是大量混合了西方吸血
鬼想像的作品，如羅守耀的《殭屍新戰士》(2010)。
在這一部電影中，道士的形象、性格與以往有很大分別。當他知道要與蓮再
次相見，他立刻換上了一身的黑色西裝和「煲呔」，並且「臘」起頭髮，一
改他傳統、平實的模樣。在以往的電影中，道士保持著一定的權威性，但是
在這一集他卻是徹底地低俗化、平凡化，例如他第一次殺大龍父親所變成的
殭屍時，因先前吃了魚生而突然肚瀉，在緊急之下他當著就地在花瓶中解
決，後來其徒弟更是一同加入自製「流動廁所」，這些呈現其實是完全打破
了道士一貫嚴肅、拘謹、認真和神秘的形象，因而變得平凡。當中他的「性
解放」其實就是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點。
道士與蓮雖然未有開花結果，但是對他心儀已久的蔗姑卻千方百計要得到
他，並與其徒弟合謀設下陷阱。兩個徒弟知道蔗姑一向傾慕英，於是決定合
起來撮合二人，他們假借蔗姑病危為理由，將英騙到她家中。他明知道蔗姑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願意前往相見，一看之下發現她是「火氣太大」(慾
火)，更親身為她「治療」。於是，他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走上床，並支開兩
個徒弟：
林：「師妹，我這樣做你不介意吧？」
蔗姑：「我不會介意的，你來吧！」
這一幕的安排其實極具有引導性，透過剪接和對白，故意製造一個想像空
間，彷彿兩師兄妹發生性行為。文才更直接說「師兄，我覺得我們好像賣淫
呀！」而秋生則說「沒那麼嚴重，拉皮條嘛！」另一邊廂，英叫蔗姑「你盡
情的叫吧，發洩完了就會舒服了」。事實上，林只是為蔗姑進行「腳底按
摩」，但整個場面卻充滿了性暗示。為了進一步引誘道士，蔗姑更「濕身」
色誘他，主動向他「獻身」，但是道士卻因她太醜陋、噁心而口吐白沫。對
比起過去陽剛、壓抑的形象，道士在這一集中卻是大解放，並引導觀眾聯想
他為一個有性有愛、有血有肉的普通男人，將他「降格」為一個平凡人。
經過了這些「親密接觸」之後，蔗姑就已經認定英是自己的丈夫，並稱他為
「相公」。在結尾的時候，殭屍回來報仇，同時蓮肚中的魔胎要出世，若魔
胎成功出世會造成傷害，而道士希望只是殺死魔胎，保護蓮，蔗姑卻認為他
是思念舊情人而爭風吃醋。面對「雙重夾擊」的困局，一如以往，道士與其
徒弟合力對付殭屍，但是在面對魔胎的時候，蔗姑也加入成為主要的力量，
她的身手更是比得上兩位男士，最終成功將解困，蓮也安全誕下胎兒。這時
蔗姑卻對英說：「相公呀，昨天下午洞房完我有點吐，不知道是不是有了(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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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而英更表示她可以生一個小孩，默認了洞房一事和與她組織家庭。如
上文所言，禁慾其實是維持道士男性陽剛和神聖地位的重要元素，而性慾上
的釋放並未對他的神秘力量產生影響，例如他在對付魔胎時仍然能夠透過在
蓮的肚皮上畫上符咒將它吸出來。 但是他的角色已經平凡化，更加貼近現代
香港的男性想像，以將他編入以俗世七情六慾為日常交往的庶民秩序。 
5.3 小結
從殭屍和道士兩個角色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對中國所產生的、複雜的
情緒結構：混合了不同程度的恐懼、抗拒、依賴和認同，既視之為「絕對他
者」，又同時是「非絕對他者」，並一步一步來處理這些情緒。而在這個過
程中也重新整理中港的權力分佈，透過「馴化」和「吸納」的策略來與「他
者」(中國)重建關係，甚至與怪物性共處，這大抵是香港人對回歸中國的一個
理想關係的比喻：以既能克制殭屍、又能得到香港人認同的道士作中介。然
而，綜觀回歸十多年來，中港關係越趨矛盾，電影中對權力關係也只是一場
美麗的幻想，筆者認為現實打破了「馴化」和「吸納」的幻想，這也是殭屍
電影最終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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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6.1 回顧：「恐怖喜劇」與香港人的「中港情結」
在香港電影的傳統中，當中不乏借電影來處理中港關係的例子，經典的「阿
燦」、「表姐」、「大圈仔」以至「北佬」，這些其實都是中港關係的比
喻。「大圈仔」將「內地他者」想像成可怕魔鬼，借他們來投射香港人對回
歸的恐懼；「阿燦」、「表姐」和「北佬」則是指涉比香港落後的「中國他
者」，透過嘲弄、取笑他們來強化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而這些電影在香
港也受到了廣泛的討論。然而，在八十年代中出現的一批以殭屍為主題的
「恐怖喜劇」，這些不被討論的電影其實也提供了另一種想像方式，試圖以
雙重的「他者」結構來比喻中國，透過重新想像及與「文化中國」的協商，
來處理香港人錯綜複雜的身份問題。筆者提出，這些電影呈現了一種超越二
元的「自我」與「他者」想像，同時打開了一個開放、共融的協商空間。而
在這個空間中，「自我」不一定永遠駕馭著「他者」，相反兩者可以互相混
合、相依並存。不過，這種融和的假想得以成立，其實是因為電影具策略性
地以消除舊中國文化帶來的恐懼來消解當下的恐懼來源──中共。
本論文回顧了八十年代興起的一批殭屍電影，主要是透過這些電影來討論香
港的後殖民處境。在第一章中，筆者回顧了有關這些電影的討論(主要來自影
評)。影評人一般都只視這些電影為喜劇、功夫喜劇或恐怖片的附屬類型，並
將焦點集中在殭屍一角的討論上。然而，筆者認為這些電影本身就可以自成
一個類型／次類型，並提出更具建設性的分類是視之為「恐怖喜劇」，才有
助我們看到這些電影的特色。然而，要解讀這個類型為何在香港短暫興起而
過後衰落，就要進一步將電影語境化(contextualize)，以解讀這類電影於(當時)
香港／香港觀眾的特殊意義。八十年代的香港正處於回歸過渡期，有關香港
「自我」的本土論述急速冒起，以回應中國「新政權」發出的民族號召，也
構成了香港後殖民處境的特殊性。
筆者在第二章就回顧了香港「自我」論述出現的背景，並集中勾勒出香港特
殊的後殖民處境中有關中港關係的討論，並提出後殖民研究的「自我」與
「他者」的框架主要是討論具種族的差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關係，但
是中港的「我──他」之分卻不是種族的。在香港的「自我」論述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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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往往被拿來作對比的「他者」，這一點在香港電影中更是來得特別明
顯，雖然諸如「表姐」、「阿燦」、「大圈仔」的例子俯拾皆是，但是以殭
屍為題的「恐怖喜劇」卻往往被忽略。然而，中國與香港並不是兩個種族殖
民的關係，兩地的差異也不是建基於種族。在殖民的統治下，中港兩地在政
治、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形成差異，香港人對於中共的統治不多
不少也有所恐懼(特別是六四事件之後)，因此對中國人的身份感到難以接受，
於是形成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區分和權力拉扯。同時，兩地在傳統文化遠
源上又有所共通，這個意義下的中國／中國人對香港人相對容易接受和認
同，甚至達成融和。
事實上，「恐怖喜劇」同樣是在處理「中國他者」的問題，甚至更為激進地
將中國想像為帶有「怪物性」的「他者」，並投射在殭屍和道士兩個獨特的
形象上。這兩個角色身上，一方面透露了香港人在中國人身份認同問題上複
雜的情緒和張力，即前文提出的「中港情結」。另一方面電影對這兩個角色
的處理，其實是透過流行文化，以香港為本位來對中港權力關係作出詮釋。
筆者提出，殭屍電影獨特之處就是創造了「殭屍VS.道士」的經典結構，這個
組合本身也是一種權力結構的呈現，透過觀察一系列電影，就會發現兩個角
色都出現了極大的轉變，而筆者認為這其實呈現了權力結構的轉變，並在第
三章中作詳細說明。
第三章中，筆者對殭屍和道士作為中國符號作說明，指出了殭屍和道士的傳
統性並梳理了西方對怪物和「怪物性」的理論研究。怪物是一種相當極端的
「他者」想像，以界定「我──他」的界線，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對「怪物
性」的處理與「自我」的身份認同的關係，並提出引入「怪物性」一概念來
解讀殭屍和道士的「他者性」。
從怪物理論的角度來看，由「怪物性」構成的殭屍是一個「絕對他者」。不
過，它同時是一個有血緣關係的親人、祖先，這樣的論述打破了對血濃於水
的血緣的信任，也是中港關係一個諷刺的比喻。道士則是帶有潛在「怪物
性」的「非絕對他者」，他擁有著可以對付殭屍的「前現代」神秘力量，雖
然他的能力凌駕於殭屍，但是與「自我」(香港人)相比，他的過分的傳統、神
秘和陽剛性使他帶有一定的「他者性」。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可協商的對
象，第四、五章就是說明整個類型／次類型中殭屍和道士形象的轉變，並提
出「馴化」殭屍和「吸納」道士的回應策略，以實現中港融合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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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中，筆者分析了一系列殭屍恐怖喜劇中，殭屍一角(殭屍與道士的關
係)顛覆性的轉變。在初期的殭屍電影中，道士與殭屍是絕對的對立關係，兩
者互不相容，而消滅殭屍更是道士的「天職」。殭屍的「馴化」主要是透過
「收編」和「孩童化」來完成，而在這當中，道士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中介角
色。而在殭屍被「馴化」後，普通人也能與殭屍重建關係，甚至一同對抗外
敵，將「我──他」的融和轉化成抗爭的力量。與此同時，道士的角色也出
現了轉變，變得越來越現代。
筆者在第五章中將道士角色的轉變解讀為「吸納」，而這種「吸納」是相當
地道、低俗的港式「性啟蒙」，令他變得越來越像現代的、開放的香港人。
在轉變的過程中，道士仍然擁有神秘的魔法力量，不過逐漸轉移到香港人手
上，而道士和殭屍的關係更可以解讀為中港關係的比喻。不過，九十年代初
後，香港的殭屍「恐怖喜劇」就開始衰落，一般都被認為是題材被濫拍所
致。筆者認為這固然是原因之一，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電影所呈現的對中國
的「馴化」與「吸納」對香港人已經失去意義，特別是在「六四事件」發生
之後，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與抗拒被激化，拆穿了「馴化」與「吸納」的假
想與不可能，這個題材與類型也自然衰落。在此之後，雖然亦有零星的殭屍
電影出現，但「恐怖喜劇」則非常罕見。
6.2 殭屍、道士：中港權力結構的幻想
殭屍、道士都是代表中國的符號，也是香港人浮動的中國認同的投射，當中
更摻雜了矛盾、模糊的情緒。面對中共政權、中共的民族主義，香港人感到
恐懼和難以接受，但同時對共同的中國文化遠源有所認同，這種充分矛盾的
「中港情結」在九七回歸的語境下更被進一步激發，並在電影中被處理。這
些電影從香港的角度來思考中港關係和界定兩者的權力關係：「馴化」殭屍
和「吸納」道士。然而，筆者認為這只是香港人把中港權力結構的幻想投射
在流行文化中，以梳理香港人面對回歸的不安與焦慮。
正如前文所言，殭屍／怪物／「絕對他者」象徵的是令人懼怕的共產黨政
權，而道士／「非絕對他者」則是令港人接受、認同的文化遠源，甚至可以
被「吸納」成為「自我」，即成為香港人。而這當中更重要的思考是如何與
令人害怕的怪物共處。放在回歸的現實語境中，九七回歸是勢在必行，沒有
人知道未來會變成怎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必須面對共產黨政權，並且
與之共處。而在這個處境中，道士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道士是一個中介角
69
色，他一方面能夠克制怪物，另一方面又被「自我」所接受，他的存在就是
平衡的關鍵。然而，回歸至今我們見到的卻是日漸深化的中港矛盾。
殖民歷史、民族歷史都是香港文化、歷史構成的一部分，也是香港人獨特的
身份構成，不一定只能二選其一。然而，在主流的論述中，卻總把兩者轉化
成「水火不容」的對立。香港人對過去的捍衛，被民族主義者視為是「戀
殖」，在民族主義中是「天理不容」。反過來，支持中國(尤其是傾向中共政
權)的則被視為「賣港」，要努力抵抗。於是，香港在面對自我的時候總會陷
入二元的困境。眼觀真實的狀態，回歸至今已經十多年，中港矛盾卻愈演愈
烈，由七一大遊行、反廿三條立法(2003)，到「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
(2006-2007)、反高鐵(2009-2010)，至今天的「雙非」問題、「蝗蟲論」、反
國教等事件，以及特首選舉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香港電視發牌風波
(2012-2013)等等，都可以看到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同時，內地遊
客、孕婦對香港的空間、資源的造成了威脅，兩地的矛盾日漸深化深、雙方
互不信任，由「恐怖喜劇」所建立的中港融和最終只是一個虛幻的想像。
6.3 總結－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在上述的兩節，筆者重申了本論文的一些主要觀點，並為「恐怖喜劇」在電
影及香港後殖民研究中的特殊位置作定位，透過文本分析和語境化的解讀，
分析這些電影中對中港關係的詮釋，不但突破了簡單的「我──他」二元對
立，對於我們重新審視香港的後殖民處境有莫大的意義。同時，筆者也嘗試
把討論帶到當下的香港，在回顧之餘也希望當中的討論對於我們思考當下的
中港關係有所啟發。當然，這批內容極為豐富的電影仍然有很多值得深入討
論和研究的空間：
 
在本次的研究中，筆者是以類型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並集中討論殭屍和道士
兩個角色。但事實上，當我們獨立看每一部殭屍片，其實當中仍有許多值得
討論的地方，可以逐一再作深入的討論。另一方面，本文主要從敘事、結構
來分析文本與香港後殖民的關係，對於電影的美學、鏡頭運用、場面調度等
則未有深入分析，這也可以作為另一個研究課題。
殭屍電影除了受歡迎，其實還捧紅了經常飾演道士的演員林正英，令他成為
了這個類型的經典人物。有別於一般「靚仔有型」的男明星，林正英以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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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功夫、純熟的手法演活了道士一角而深入民心，筆者認為林正英的明星形
象本身就值得再進一步作研究。同時，在有關中國傳統男性陽剛的討論上，
除了身體上展現的陽剛性，道士一角帶入了新的視點，他的神秘力量所隱藏
的「怪物性」和禁慾行為其實都是構成其陽剛性的主要部分，因此陽剛性與
性、「怪物性」之間的關係仍然還有討論的空間。
另外，筆者是次主要是從香港本地的語境來解讀這些電影，而事實上，當年
這批電影同時在台灣、日本等地也相當受歡迎，《殭屍先生》更是最先在台
灣上映，並且極受觀眾喜愛。不同的地方對於這些電影解讀和接受其實也值
得繼續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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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80年代香港殭屍恐怖喜劇票房簡表：
年份 電影 香港票房(約數)
1980 《鬼打鬼》(Encounter the Spooky Kind) 五百六十萬
1985 《殭屍先生》(Mr. Vampire) 二千萬
1986 《殭屍先生2殭屍家族》(Mr. Vampire 2) 一千七百萬
《殭屍翻生》(New Mr. Vampire) 一千三百萬
1988 《殭屍叔叔》(Mr. Vampire saga IV) 一千四百萬
1989 《一眉道人》(Vampire vs. vampire) 一千一百萬
1991 《殭屍至尊》(The Ultimate Vampire) 六百六十萬
《非洲和尚》(Crazy Safari) 一千萬
1992 《音樂殭屍》(The Musical Vampire) 不詳
《新殭屍先生》(Mr. Vampire 1992) 六百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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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30-70年代以殭屍為主題的香港電影簡表：
以下資料參考
余慕雲，＜香港「鬼怪片」雜談＞，《戲園誌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香
港：市政局， 1989，頁75-78。
年份 電影 導演
1936 《午夜行屍》　　　　　　　　　　　　　　　　　楊工良
1939 《三千年地底殭屍》　　　　　　　　　　　　　　不詳
《鬼屋殭屍》 梁偉民 
《萬里行屍》　　　 黃岱、霍然
1954 《萬里行屍》 楊工良
1957 《湘西趕屍記》　　　　　　 王天林
1958 《屍變》 洪演、朱石麟
1959 《殭屍復仇》 周詩祿
《包公夜審行屍》　　　　　　　　　　　　　　　莫康時、李壽祺
1962 《黃毛怪人》    王　風
1963 《古屋行屍》  楊工良
1974 《七金屍》( The Legend of the 7 Golden Vampires) Roy Ward Baker  
1979 《茅山殭屍拳》( The Shadow Boxing) 劉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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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年代殭屍「恐怖喜劇」參考片目 
《鬼打鬼》[Encounter the Spooky Kind] ，洪金寶導演，香港：嘉禾電影(香港)　
有限公司，1980，89分鐘。[DVD]香港：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殭屍先生》[Mr. Vampire]，劉觀偉導演，香港：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
1985，94分鐘。[DVD]香港：鉅星錄像發行(香港)有限公司。
《殭屍先生2殭屍家族》[Mr. Vampire II]，劉觀偉導演，香港：嘉禾電影(香港)
有限公司，1986，91分鐘。[DVD]香港：藍媒體有限公司。
《殭屍翻生》[New Mr. Vampire]，陳會毅導演，香港：新時代影業(香港)有限
公司，1986，84分鐘。
《殭屍叔叔》[Mr. Vampire saga IV]，劉觀偉導演，香港：嘉禾電影(香港)有限
公司，1986，91分鐘。[VCD] 香港：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一眉道人》[Vampire vs vampire]，林正英導演，香港：嘉禾電影(香港)有限
公司，1989，84分鐘。[VCD] 香港：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殭屍至尊》[The Ultimate Vampire]，劉偉強導演，香港：鷹電影製作公司，
1991，90分鐘。
《非洲和尚》[Crazy Safari]，陳會毅導演，香港：永盛電影公司、三和電影製
作，1991，96分鐘。香港：鉅星錄像發行(香港)有限公司。
《音樂殭屍》[The Musical Vampire]，唐偉成導演，香港：妙偉投資有限公
司、偉成電影製作公司，1992，90分鐘。[VCD]香港：美亞鐳射影碟有限
公司
《新殭屍先生》[Mr. Vampire 1992]，劉觀偉導演，香港：萬里電影有限公司，
1992，9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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